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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為瞭解法國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之具體工作項目與發展現況，同時亦應法蘭西學院邀請，陳主任委員赴翰林院Salle de Richelieu廳作「亞洲人眼中之歐洲」專題講座，本次參訪考察行程係由  陳主任委員郁秀偕同楊科長同慧、李副研究員文於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九日專程赴法從事業務推展工作，希望能在台法多年友好情誼下，加強彼此關係，此行  陳主委不但拜會法蘭西道德政治學院之多位翰林院院士，與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M. Jean-Louis LORRAIN等多位友台小組成員會面，洽商六月於參議院合辦「台灣文化日」之音樂會與布袋戲演出細節，亦探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雙方就九十四年一月於馬賽市「八月雪」歐洲首演交換意見。

趁赴法之便，  陳主委也南下普羅旺斯省，與Aix市政府之副市長兼省議員M.Bruno  GENZANA商妥明（九十四）年推薦台灣音樂團隊參與Aix音樂節之具體方式，並參訪法國史前遺址修維洞窟La Grotte Chauvet，觀賞歐洲原始人類於三萬年前之畫作，這是一場令人永遠難忘之心靈文化之旅，震撼我們對法國歷史之觀念，證明探索人類文明永遠不能停止，或許許多未知之事務正等著我們去開拓；在南部的三天，陳主委也拜會Aix馬賽第三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主任兼Aix音樂協會主席M. FOUCHET，參訪Aix市歷史建物─塞尚畫室與梵谷紀念館，考察該市世界文化遺產指定地Orange古劇場與嘉德水道橋 Pont du Gard等，在國外擁有文化資產之城鎮，往往兼具觀光與文化之雙重價值，目前台灣正積極推動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登錄工作，文化遺產總會位於法國，法國對文化遺產之維護、管理與經營模式，可作為台灣取材之借鏡。

貳、參訪行程

3月31日（星期三）
23:55
陳主委由楊科長同慧與李副研究員文陪同搭乘長榮航空BR087班機離開台北
4月1日（星期四）
07:25
抵達巴黎
10:20-13:14
從巴黎里昂車站搭乘TGV前往艾克斯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
18:00
與音樂家Mme Evelina PITTI餐敘

4月2日（星期五）
10:00-11:00
參訪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Institut de Management Public de l’Université Aix-Marseille III），並與其主任M. Robert FOUCHET洽談合作舉辦音樂活動事宜

11:30-12:00
拜會Aix-en-Provence市政府，市長Député-Maire Mme Maryse JOISSAINS MASINI（市長本身亦為眾議員）臨時因公不克出席，改由副市長兼省議員M. Bruno GENZANA代為接待陳主委
· 法方陪同市長出席人員：

· M. Bruno GENZANA－副市長兼省議員

· M. Alain CABRAS－市長辦公室主任

· Mme Michèlle COUETMEUR－市政府國際關係部門科長
· M. Robert FOUCHET
· Mme Elisabéthe LOPEZ－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主任秘書

· Mme Evelina PITTI－音樂家
12:30-15:00
主委宴請當地藝文界人士
· 貴賓：普羅旺斯艾克斯馬賽第一大學M. Noël DUTRAIT教授、Mme Chantal ZHENG教授、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負責人M. Philippe PICQUIER、M. Robert FOUCHET、Mme Elisabéthe LOPEZ、Mme Evelina PITTI、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Mme Fiorella ALLIO研究員
15:00
參訪保羅塞尚畫室，之後前往Chauvet Pont d’Arc Cave，順道參訪Orange的古劇場
4月3日（星期六）
09:30-13:00
參訪史前遺址La Grotte Chauvet，由法國文化部研究員Mme Dominique BAFFIER導覽

14:30
前往亞維儂（Avignon），順道參訪Pont du Gard
4月4日（星期日）
09:00-12:00
參訪Arles的梵谷紀念館與Saint-Remy en Provence梵谷接受治療的療養院及其作畫的場景
14:01-16:48
從亞維儂車站搭乘TGV回巴黎

19:00
主委宴請旅法藝術家與中文媒體記者

· 藝術家：彭萬墀先生夫婦、陳英德先生夫婦、李文謙先生、林明慧女士、宋威德先生、潘大謙先生

· 記者：中央社羅苑韶、中國時報蔡筱穎、歐洲日報楊年熙、宏觀電視莊慧妮、中廣葉曉芍
4月5日（星期一）
10:45-11:00
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主席Michel ALBERT、副主席Jean TOULARD與終身秘書Jean CLUZEL接待陳主委
11:00-12:00
陳主委在法蘭西翰林院Salle de Richelieu專題演講，講題為「亞洲人眼中的歐洲（L’Europe vue par l’Asie）」，由Michel ALBERT主席主持
12:30
法蘭西翰林院邀宴

· 我方出席人員：陳主委、楊副代表承達、廖主任仁義
· 法方出席人員：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主席Michel ALBERT、副主席Jean TOULARD與終身秘書Jean CLUZEL，以及該院全體院士約五十位
14:30-15:00
法蘭西翰林院所屬電台Radio Canal Académie記者M. Emmanuel CUGNY專訪陳主委

15:30-16:00
拜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洽談「八月雪」於明年初在馬賽演出事宜
17:00-17:30
法國電台Radio Classique記者M. Harold HYMAN專訪陳主委
4月6日（星期二）
10:00-10:40
陳主委約見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秘書M. Pierre CHARAU，說明第九屆台法文化獎辦理方向

10:40-11:00
視察巴文中心

11:00-12:00
業務簡報會議

12:25-13:00
拜會法國參議院，由友台小組主席M. Jean-Louis LORRAIN在其辦公室接待陳主委
13:00-14:30
友台小組主席M. Jean-Louis LORRAIN宴請陳主委
· 我方出席人員：陳主委、廖主任仁義、劉組長邦治、高專員作珮

· 法方出席人員：M. Jean-Louis LORRAIN、友台小組副主席Mme Yolande BOYER、友台小組副主席Mme Monique PAPON、參議員M. Michel GUERRY、參議員M. Louis MOINARD、友台小組執行秘書M. Philippe PEJO、外交部亞太司幫辦M. Marc ABENSOUR、外交部亞太司專員M. Christile DRULHE
15:00-16:00
參訪Bercy

16:30-17:00
陳主委前往代表官邸探視因身體受傷在家休養的邱代表榮男
20:00
駐法代表處楊副代表承達代表邱代表榮男宴請陳主委與法國外交部相關人員

· 我方出席人員：陳主委、廖主任仁義

· 法方出席人員：友台小組主席M. Jean-Louis LORRAIN、參議員M. Claude BIWER、友台小組執行秘書M. Philippe PEJO、國民議會議員M. Bruno BOURG-BROC、馬來西亞駐法大使S.E. Madame Tunku Datuk NAZIHAH TUNKU MOHD RUS（由參事M. CHUAH Teong-Ban代表出席）、外交部亞太司司長M. Thierry DANA
4月7日（星期三）
10:30-12:00
參訪巴黎拉維列特科學文化園區，由對外關係部門主任M. Vincent POUSSOU及對外服務部門人員Mme Jasmine FRANCQ接待，介紹園區的歷史、建築、文化活動；之後由表演及國際發展部門主任M. Pierre HIVERNAT接待，參觀La Grande Halle
12:00-14:30
外交部亞太司司長M. Thierry DANA宴請陳主委

· 我方出席人員：陳主委、楊副代表承達、廖主任仁義、詹專員彩芸
· 法方出席人員：外交部亞太司司長M. Thierry DANA、法國駐新加坡大使S.E.M. Jean-Paul REAU、NAVARRA藝術公司總裁M. NAVARRA以及藝術家朱德群夫婦與王廣義先生
15:00-16:00
參訪音樂博物館，由館員M. Thierry MANIGUET接待
16:00-17:30
參訪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 CNSMDP），拜會校長M. Alain POIRIER及音樂家Mme Sylvaine BILLIER，並參觀鋼琴家M. ROUVIER教學情形
4月8日（星期四）
11:20
陳主委由楊科長同慧與李副研究員文陪同搭乘長榮航空BR088班機離開巴黎
4月9日（星期五）
07:50
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貳、重要行程紀要

一、「亞洲人眼中的歐洲」專題演講

陳主委應法蘭西翰林院的邀請，於4月5日上午十一時在該院歷次舉辦演講的場地－Salle de Richelieu－做一小時的專題演講，講題為「亞洲人眼中的歐洲（L’Europe vue par l’Asie）」，由該院道德政治學院主席M. Michel ALBERT主持。演講內容以「我們心目中的歐洲」與「今日歐洲」為兩大主軸，從歐洲的盛世、對亞洲的強烈吸引力，談到歐洲在今天由軍事上的衰微到世界關懷的減弱，以及對亞洲的淡漠和缺乏認識，指出雙方需以尊重的態度，加強認識和交流的必要性。

陳主委的演講獲致熱烈掌聲，該院院士Mme Marianne BASTIDE-BRUGUIÈRE讚賞主委演講內容不落俗套，除了簡明敘述幾世紀以來歐洲的歷史演進外，更重要的是讓歐洲人回到現今的歐洲，來看目前自身所處的世界定位。而道德政治學院終身秘書M. Jean CLUZEL亦讚賞主委的演講內容見解獨到。另M. Michel ALBERT詢問主委對歐洲組織聯盟的看法，主委答道：「這將會是世界的趨勢，目前亞洲在經濟方面組成了APEC團體，在可預知的將來亞洲將也會組成類似歐盟的團體。」最後，道德政治學院副主席Jean TOULARD問主委對：「拿破崙說，當中國醒過來時，將會對世界造成驚動」的此一說有何見解？主委答道：「只要中國安分，世界將會太平。」

本次出席貴賓約有50位，其中該院院士有14位出席，M. Pierre MESSMER院長專程抽空撥冗出席聆聽，而該院院士程抱一亦出席。此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也到場聆聽。陳主委可說是首位到該院演講的台灣政府官員，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外交。（有關演講內容與出席貴賓名單詳如附錄一）
二、史前遺址修維洞窟La Grotte Chauvet
修維洞窟位於法國Ardèche（阿爾代什省）地區，在著名的冰河斷橋Pont-d’Arc附近，於1994年12月18日被Jean-Marie CHAUVET先生、Eliette BRUNEL-DESCHAMPS女士及Christian HILLAIRE先生等三位洞窟學者發現。緊接著，29日由舊石器時代藝術專家Jean CLOTTES進行查證訪視。1995年1月17日由當時的文化部長Jacques TOUBON對外宣佈。

該洞窟是個漂亮的壁畫洞窟，內有許多大型的展覽室以及超過300件的繪畫與刻畫，其歷史可追溯到大約30000與32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洞窟繪畫，它的出現也許會促使科學家重新思考藝術的起源。該洞窟的前半段是以赭紅色顏料繪出，後半部則是以黑色木炭繪出，有世界上最令人驚歎的動物繪畫，尤其是兇猛的野獸。經科學鑑定，洞窟的繪畫技術就如同其15000年之後的繪畫技術，且推測也許是早期一群擅長雕刻的現代歐洲人Aurignacian人所作。目前洞窟的研究是由文化部Dominique BAFFIER女士主導的十二位各個不同領域專家為核心所組成。為了保存該洞窟的完整性，修維洞窟將永不對外開放，但自2000年7月19日起，洞窟複製計畫在La Mathe開始進行，也許再過幾年，在就會有個複製洞窟供大眾參觀。

台灣雖也處理過許多的考古遺址，但經驗與技術仍稍嫌不足。本次法國文化部特別邀請陳主任委員前往參觀，並由BAFFIER女士親自導覽介紹，以供國內於進行類此考古遺址發現保存時，有更多的範例可資參考。（相關資料詳如附錄二）

三、藝文界或政界人士之參訪

（一）拜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

陳主委首先問候高先生健康狀況，之後提及與馬賽歌劇院合作「八月雪」案即將簽約，且預計2005年1月下旬於馬賽演出，屆時主委擬同時來法頒發台法文化獎並觀賞該劇首演。

為安排該劇巡演可能，高先生建議將該劇DVD與艾克斯馬賽第一大學中文系主任M. Noël DUTRAIT所寫之法文評論寄送至歐洲重要之歌劇院，同時邀請歌劇院主任至馬賽觀賞該劇。
（二）拜會法國參議院

本中心與法國參議院於本年2月合辦「台灣之美：現代生活與傳統工藝」展覽，並將於6月再次合辦音樂會與布袋戲演出，為此，陳主委特地拜會參議院，由友台小組主席M. Jean-Louis LORRAIN出面接待。陳主委向LORRAIN主席提到，近年來文建會出版了一系列文化之美叢書，向國際人士介紹台灣文化的風貌。LORRAIN主席原為醫生，因此，主委特別提到文化與科技結合的重要性，台灣藝術文化的發展也漸漸朝向與各領域（如哲學、社會學、科技）整合。另如表演藝術應用新科技元素融入表演；工藝與科技的結合，使得產量提升、品質更好；數位化的發展除了保存舊有紀錄，也讓藝術創作可能性無限延展。文化的疆域是無止境的，文化的內涵也會越加寬廣。
之後，由參議院友台小組作東宴請主委與外交部相關官員，法方出席人員有LORRAIN主席、友台小組副主席Mme Yolande BOYER與Mme Monique PAPON、參議員M. Michel GUERRY、參議員M. Louis MIONARD、友台小組執行秘書M. Philippe PEJO、外交部亞太司幫辦M. Marc ABENSOUR及亞太司專員Mme Christile DRULHE。

（三）拜會Aix-en-Provence市政府
原定由該市市長Député-Maire Mme Maryse JOISSAINS MASINI接待陳主委，惟臨時因公不克出席，改由副市長兼省議員M. Bruno GENZANA代為接待。陳主委向GENZANA副市長提到台法之間的文化交流頻繁，除了民間藝術交流外，文建會近年與法國文化部有多項交流計畫持續進行，如馬樂侯研討會、趨勢計畫等，且文建會亦有法國文化部專家長駐，以協助文化資產保存等專案與政策。

GENZAN副市長發言表示，市長女士因公務繁忙，無法及時趕回市府，為此致歉。他表示他本人亦負責市府國際關係與艾克斯藝術節之督導，艾克斯市人口雖只有14萬人，但是一個文化交流頻繁的城市，該市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學生，也因此，該市以觀念開放著稱。艾克斯因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吸引不少藝術家來此居住，其中塞尚是最出名的一位，2006年該市將與美國華府聯合策劃「在普羅旺斯的塞尚」大展。
（四）拜會M. Robert FOUCHET

M. FOUCHET目前為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主任（Institut de Management Public de l’Université Aix-Marseille III），這個系所成立於1996年，為法國少數研究此項領域的學院。學院的目的係培育公共管理如社會、健康、文化、休閒觀光等領域的專業人才，施以法律、經濟與管理的基礎教育，及宣傳溝通等能力訓練，該學院並特別重視學生外語能力之培養，期許其世界觀的養成。該學院頒發DEUG、LICENCE與MAITRISE三種文憑，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F君亦是艾克斯市音樂協會主席，該協會與艾克斯歌劇藝術節合作緊密，每年夏季於艾克斯市舉辦多場露天音樂活動，為該市藝文界活躍人士。

F君曾去過中國五次，1984年曾過境台灣兩天，陳主委向他描述文建會近年國際文化交流業務，例如與羅浮宮及奧塞美術館合作展覽、故宮文物與德國之光交流展等計畫、流行音樂中心之構想等，並提到「八月雪」即將於2005年1月於馬賽歌劇院演出，歡迎F君屆時前往觀賞。

F君隨後引領大家前往參觀艾克斯歌劇藝術節主要表演場地主教殿劇院（Théâtre de l’Archevêché）。艾克斯歌劇藝術節與薩爾斯堡、Bayreuth、Glydebourne藝術節同為歐洲重要的歌劇藝術節，於每年7月舉辦。1948年，熱愛歌劇、音樂、舞蹈的Gabriel DUSSURGET，在三五好友的幫忙下，說服了艾克斯市政府高層人員，舉辦首屆藝術節，讓莫札特音樂充滿艾克斯，他多年的美夢終於成真。當時戰後一片蕭條，音樂節鼓舞民眾心中的歡欣喜悅，再接再厲續辦第二屆。在畫家Cassandre的巧筆下，主教殿劇院拱起「唐喬凡尼」的場景，這一幕成為艾克斯藝術節的註冊商標，主教殿劇院每年翻新布景，以饗群眾。

1998年，Stéphane LISSNER革新艾克斯藝術節，以下列幾項為目標：讓舞台界人士交流互動、推廣新人作品、保持優良的莫札特傳統、維護巴洛克傳統、回顧十九世紀、也不忘二十世紀的傑出作品。此外，Stéphane LISSNER並創辦歐洲音樂學院（Académie européenne de musique），作為艾克斯藝術節在教育、推廣新秀（不分音樂家、歌手、導演、作曲家、指揮家）及現代音樂的延伸。

主教殿劇院擁有1200個座位，位於十七世紀古建物總主教宮(Palais de l’Archevêché)中庭，為一露天劇院，是艾克斯歌劇藝術節主要表演場地。隨後亦參觀了舞台與位於舞台前方樂團演奏空間。該藝術節另外三個表演場地為Théâtre du Jeu de Paume、Hôtel Maynier d’Oppède與Grand St-Jean。藝術節在郊區擁有一個倉庫，以製作所有表演所需之服裝與道具。藝術節相當重視新的創作，每年節目中新作必佔一定比例，藝術節的每個作品歷經創作、製作、發表展演三階段，在艾克斯市發表後，亦希望推展到其他國家演出，例如日本就曾與其合作過。

第56屆藝術節將於今年7月5日至31日舉辦，將推出Serguei Prokofiev「L’amour des trois oranges」、韓德爾「Hercules」、維爾第「La Traviata」、日本作曲家Toshio Hosokawa「Hanjo」與莫札特「L’enlèvement au Sérail」等五齣歌劇及馬勒「Le Chant de la Terre」音樂會，去年藝術節因受臨時工作人員罷工影響而取消，今年度的節目單一推出各場票券即已搶購一空，精采可期。

總主教宮（Palais de l’Archevêché）的中庭為劇院，藝術節辦公室設於中庭旁、面對舞台右側建築物的三樓，同棟建物二樓則為知名的掛毯博物館（Musée des Tapisseries）。掛毯博物館位於總主教宮內，除了展示17、18世紀華麗的掛毯之外，另外還展示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艾克斯藝術節中表演古典歌劇者所穿著的戲服。
四、歷史建物之參訪

（一）艾克斯的塞尚畫室

艾克斯12世紀以來即成為普羅旺斯文化、經濟、知識中心，擁有華麗的別墅與寬敞的林蔭大道，但是，今日他的名氣多來自天才畫家塞尚的經典名畫。
塞尚畫室（Atelier Cézanne）是由塞尚自行設計，於1901-1902興建於Les Lauves丘陵上，此地成為塞尚自稱「開山始祖」之「新藝術」的創作地。1906年，塞尚於作畫構思時，因收縮性胸膜炎發作而過世。此地自他1906年過世以來都保持原狀，邱比特雕像與水果石膏放置在桌上，用剩的油彩、畫筆猶然擱置著，帽子大衣也掛在衣物間。窗簾拉開，外面聖維多利亞山矗立在遠方，一切都彷彿主人未曾遠離。只是到山林間寫生的那位留著大鬍子的憂鬱先生，好像隨時都會爬上「嘎吱」作響的木造樓梯回到這裡。
目前畫室是由艾克斯普羅旺斯大學所經營管理，有二層樓，第一層規劃為紀念品販賣空間，第二層則是塞尚原有的繪畫空間，入內參觀有人數上的限制，以維護該空間的長久性。（有關「畫室簡史」詳如附錄）

（二）梵谷紀念館與Saint-Paul-de-Mausole療養院

Arles的觀光點多留有羅馬歷史遺跡，惟Arles的聞名大多係因梵谷（Vincent Van Gogh）。梵谷在Arles停留十五個月，創作了三百多幅油畫。梵谷曾經住過的主宮醫院（Hôtel Dieu），現已改建為梵谷紀念館（Espace Van Gogh），內含多媒體圖書館、市立檔案庫、文學翻譯學院及Arles大學校區。而市集廣場上改裝成「夜間咖啡館」（Café du Soir）場景的梵谷咖啡館，更引人懷想這位孤獨的藝術家。
而位於Saint-Rémy-de-Provence近郊的Saint-Paul-de-Mausole療養院，是梵谷離開Arles之後，接受治療的療養院。梵谷在此兩年的時間，不停歇的作畫。目前此地除係開發為紀念館之外，仍有一部分空間保留為療養院，接受病患，並有醫療人員。此地在每個梵谷曾經作畫的地方，都設有一塊解說牌，上有該場景的畫作一張。（相關資料詳如附錄四）

（三）新石器時代的村落Bercy
Bercy位於巴黎東郊，1990年Bercy公園重建工程的施工，使Bercy這個自新石器時代便存在的村落因而被發現。由此證實，巴黎的歷史自西元前4500年已經在Bercy展開。數以千計的日常生活用品被挖掘出，其中三架橡木獨木舟（自此展示於Carnavalet博物館）的出土，象徵著自6500年前開始，人類便出現於此。

在西元1860年之前，Bercy在行政區劃上，一直都屬於巴黎市轄外的獨立市鎮；而在17及18世紀司法權限劃分上，Bercy同樣是獨立於巴黎市警察總監之外。因此地理位置的優勢，使Bercy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大宗的紅酒及酒精類市場。
然而，到了60年代，整個釀酒產業有了全面的革新。由於紅酒業生態的改變，慢慢地，在Bercy的批發商消失了、那些儲放桶裝酒的倉庫也陸陸續續被關閉，使巴黎東郊留下一片有待重新整治的空間。因此，巴黎市政府特別設立專案進行都市更新重建計畫，在塞納河畔佔地將近50000平方公尺的面積上，構造出一個以Bercy公園為中心，混合住宅、辦公和商業性質的多元區域空間。

1979年5月開始，巴黎市政府和16個建築團隊會商籌畫在未來的Bercy公園預定地建立一個新的多元運動場。緊接著10月23日，巴黎市政府在各個參與角逐競爭的團隊中挑選出獲選者。而運動場的施工緊接著在1981年開始，經歷33個月的工程後，於1983年12月完工。巴黎-Bercy多功能體育館的開放，讓東巴黎都市更新計畫正式展開。

Bercy是個擁有豐富歷史背景的社區，為了保存這個精神和過去的魅力，更新計畫一開始便是企圖保存、修復其真實原始的一面及保留人們對這些地方的記憶。更新計畫的重點放在保存Bercy這樣的一個精神上：重新修建那些自十九世紀便存在的桶裝酒倉庫、古鐵道等，這些工作就如同構造一個完整建築，用樑柱、石塊及屋頂等細節去闡明這一完整概念。最後，從這樣一個尊重過去的意願中衍生出一個新的概念－對未來的願景。

目前

進駐於Bercy的商業型態多半傾向於休閒、品酒、文化或柔性訴求的日常用品，因此Bercy逐漸成為一個多元的空間，結合了生活、交流、及節慶等的元素。它是生活及交流的空間營造，提供一個如同庇護的空間，讓所有的參觀者能在這裡愉快無壓力的閒逛、發現探索和參與其中。
五、世界文化遺產指定地

（一）Orange的古劇場

Orange於羅馬帝國奧古斯都大帝統治期間，於一世紀時建立了劇場。該劇場深受羅馬人喜愛，卻也躲不過帝國衰敗的陰影。直至1825年在史蹟總管Prosper Mérimée的維修計畫推動下，象徵劇場的半圓形階梯在十九世紀末才重見天日。1869年舉辦的「羅馬節慶（Fêtes Romaines）」，讓Orange古劇場再度成為表演者的舞台。1902年起，「羅馬節慶」蛻變為年年舉辦的「Orange歌劇節（Chorégies d’Orange）」，所有法國舞台界知名藝人，個個踴躍參與演出經典劇作，諸如1903年女伶Sarah Bernhardt演繹拉辛筆下的Phèdre。1969年起，除了歌劇，古劇院同樣歡迎音樂劇及交響樂作品，增添了多樣性，知名度更水漲船高，與亞維儂戲劇節相提並論。1971年，歌劇節提倡「新歌劇」風潮，不僅引起國際重視，Barbara Hendrix、Placido Domingo、Montserrat Caballé等全世界最知名聲樂家也陸續前來獻聲，演出諸如Tosca、Aïda、Carmen等名劇，一年又一年讓全世界的觀眾感動激賞。

該劇場位於隆河谷地的Orange，是羅馬帝國最美麗的遺跡之一，1981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保存最完善的古劇場。Orange古劇場最獨特之處，莫過於西方世界獨一無二的舞台牆，帶給劇場超完美的環繞音場效果！兩千年前的羅馬人智慧過人，時至今日，依舊讓全世界聞名前來的遊客觀眾讚嘆驚奇。
（二）嘉德水道橋Pont du Gard
公元前19年完工的水道橋，將2千萬公升的每日用水，自Uzès集水區穿過50公里供給尼姆的羅馬人（平均斜度：34公分／公里），其中，嘉德水道橋橫跨嘉頓（Gardon）河谷，是水道橋全程中最壯觀的段落。橋身為重達六公噸的巨大石灰岩塊，自嘉頓河谷地立起，細長的橋身結構用以抵擋水流，橋身上突出的構造則用來引導並規劃水流。橋身頂端為水道，接著兩層則供人獸通行。可惜，西元前一世紀後，人口遞減，水道橋逐漸荒廢，直到中世紀方又重新供以人車行走。千百年來，水道橋逐漸坍落潰壞，直到19世紀才重新整修。1985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六、藝文機構的參訪

（一）Parc de la Villette 拉維列特園區
對外關係部主任M. Vincent POUSSOU與對外服務部門Mme Jasmine FRANCQ先就園區歷史與目前開發利用之現況作一簡介，表演與國際發展部門主任M. Pierre Hivernat則就表演節目之設計與Grande Halle大廳之使用作導覽。

園區位於巴黎第十九區，總佔地55公頃，包含20公頃室內建築與35公頃露天空間。整個大園區分為三大部分：1. 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 2. 拉維列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與戶外之26棟奇想建築 (les follies) 3. 科學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除此之外，還有法語國際劇院、拉維列特巴黎劇院、Zénith音樂廳等文化設施。

園區原初為拿破崙一世所蓋鄰近巴黎市區的屠宰場，但由於冷藏技術的來臨，屠宰場已失去原先為巴黎市民提供新鮮肉類的功能。在1979年，當時的季斯卡總統決定將當時的屠宰場改建為一個具國際水準的科學館，當初的整建計劃在一億法郎以下，在密特朗上台後，提供較充裕的整建經費。所有的整建工程共計耗時15年，1986年科學工業城開幕，1990年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啟用，1995年音樂城暨音樂博物館開幕。當初預計的電玩館最後並未興建，因為電腦進入每個家庭的速度相當快，個人在家即可滿足玩電玩的需求，該館之興建計畫最後束諸高閣。

園區之開發由伯納‧叔米(Bernard Tschumi)擔任建築師，重新開發本區之荒地，以恢復公園做為聚會與活動的場所，並提昇市民對於藝術與科學的興趣。與其他公園最大的不同是，在廣大的遊戲區域中，叔米設計了26個看起來似乎不具有實質功能的構造物，這些設計者稱之為 “follies”的東西，在公園中每隔120公尺就出現一個，他們具有共同的特徵是：都是以紅色金屬為材的構成物。每個 “follies”基本上都是以邊長為10公尺的立方構成體。希望運用重複性的手法，使公園具有一個明確性的記號，產生辨認的認同感。目前這些Follies的功能為：售票處、兒童遊戲坊或酒吧。

音樂城的設計也是園區建築重要指標，1982年開始建築計劃之國際競賽，共計有360個設計案來競標，最後於1985年1月選出法籍建築師波贊帕（Christian de Portzamparc）為設計師。

La Villette園區之管理可分：1.公營單位－由其監督單位-文化部（除了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屬教育部管轄）提供大部分營運經費。2.半公營單位－如立體電影院La Géode，49﹪經費由公家單位提供。3.私營單位－如Zénith音樂廳。簡言之，園區文化設施經費之來源有文化部之資金，也有票房之營收或是私人企業之贊助。整個園區年度預算約為二億歐元，每個設施之年度經費差距也很大，例如科學工業城年度預算高達一億歐元，其中60%-80%來自於文化部補助，音樂城與大廳Grande Halle之年度預算各約為二千萬歐元。園區每年有八百萬人造訪，其中科學工業城占三百萬人次，公園與大廳占二百萬人次。

有關各個設施的節目規劃，每個設施有自己的自主權，文化部為唯一主管單位，各個設施擁有完全自由的空間運作。每個設施都可依自己屬性規劃節目，有時園區也會規劃整體合作的節目，例如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數位藝術節，則結合了大廳、音樂城與科學工業城三地聯合主辦，爵士音樂節則是大廳和音樂城共襄盛舉。

「Zénith音樂廳」擁有6400座位，為流行音樂與搖滾樂演唱會場地，1982年開始施工，1984年完工，工程費用總共只花了二千萬法郎，Zénith的屋頂是充氣式的，場地管理由五位工作人員負責，編制精巧，Zénith完工後，類似的建築架構為各地所仿效，最新的一間Zénith於今年於法國中部Clément-Ferrand落成，擁有8000個座位。

「拉維列特之家Maison de la Villette」是一個藝術家駐村場地，平均每年接受15個團體進駐，進行研究、創作、發表，平均每個團體停留約2個月。

「大廳Grande Halle」的表演活動非常廣泛，包含馬戲、街頭藝術、與科技結合之表演，主辦單位亦鼓勵藝術家從事跨領域\的創作，主要的年度活動有：每年10月的「相遇在拉維列特（Les rencontres de la Villette）」，提供年輕具潛力之舞蹈、戲劇人才發表舞台；單數年五月及六月舉辦「偶戲雙年藝術節」；單數年八月舉辦「數位藝術節」等等。該廳是座落於公園南端的金屬建築物，原來是牛隻交易市場被改成了多用途的文化場所。隔板、觀眾台和平台適合舉行音樂會、展覽會和狂歡節等各種活動。在這裡所有的舞台都是技術人員依實際表演需要而搭製，地下室有製造舞台與背景道具之工廠。大廳一樓的空間每年有四個月出租給私人機構供舉辦座談會、工作坊、畫家聯展等用途。大廳將於今年9月開始封館，進行為期一年之整修工程，預計完工後會有書店與餐廳之進駐，位於地下室擁有300座位之Boris Vian劇院出入口將獨立於大廳外，更利於該場地之利用。（相關資料詳如附錄五至七）
（二）音樂城音樂博物館Musée de la Musique
由音樂博物館館員M. Thierry MANIGUET進行一小時之導覽。

音樂博物館位於音樂城東城建築內。這個音樂史之旅由九個陳列室所構成的常態展覽區開始。展出的方式，除了櫥窗中各種樂器和圖片外（含視聽音效），部分展區還展出與當時音樂發展息息相關的音樂廳模型。這些珍貴收藏品與呈現方式讓音樂的發展也可以看得到。

博物館的第八展覽區，是以全世界的展覽品為主題，也有兩項關於中國的音樂資料，一個是耶穌會的傳教士阿米歐（Jean Joseph Marie Amiot）神父所撰寫，於1779年出版的《古代和現代的中國音樂》論文，另一篇是音樂學者拉伯德（Jean-Benjamin de Laborde）於1780年完成的《古代和現代的音樂（Essai sur la musique ancienne et moderne）》，內含一節中國的部份。

有關西方音樂的記譜歷史的展示場所，安排在博物館的夾層；地下室則除了展示暫時性展品，也包括一部份樂器和與樂器製造有關的資料。這兒也提供給從事音樂的寫作、實習、演出和傳播者舉行活動。

紅外線耳機的裝備使觀賞者在接近展覽區時，便可直接收聽到展示樂器演奏的樂聲，還提供一些相關資料的摘要訊息，將四百年來的樂器發展史，濃縮在這一方博物館天地裡，帶給觀賞者超越時空、身歷其境的方便滿足。這項先進的作法，在技術上是由展示區的規劃建築師漢姆迪南（Franck Hammoutene）所完成。
（三）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P
M. Alain POIRIER校長首先向主委介紹學校近況，主委也提到台灣音樂界的發展，如「八月雪」明年初將在馬賽歌劇院公演，流行音樂中心的計畫也將在五年內付諸實現。

為提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演出水準，陳主委表示希望校長推薦該校年輕指揮家，赴台進行每年兩次、每次停留時間約一個月之教學計畫，陳主委並表示希望此項交流計畫最快能於本年秋季實現，校長允諾將予以協助。

其後主委與鋼琴家M. Jacques ROUVIER會面，表達希望邀請其至台灣演奏與教學，或擔任下屆國際鋼琴大賽評審工作。（相關資料詳如附錄八）

七、媒體專訪

主委此次赴法參訪，藉由宴請華文媒體記者的機會，特向出席餐會的記者說明此次赴法的主要目的，即受邀至法蘭西翰林院演講以及參訪史前遺址La Grotte Chauvet。除了華文媒體外，主委亦接受法國媒體的專訪。一是法蘭西翰林院所屬電台Radio Canal Académie記者M. Emmanuel CUGNY，另一個則是Radio Classique電台記者M. Harold HYMAN的專訪，內容涵蓋台法文化獎、台灣文化的推動、台灣的政治等項目外，亦涉及主委自身的藝術學習背景。（專訪內容詳如附錄九）

八、業務簡報會議

主委此次赴法參訪，行程非常緊湊，但仍抽空至中心視察國立台灣美術館在本中心的展覽「分享台灣情－台灣現代版畫展」，並召開業務簡報會議，清楚指示文建會的政策方向以及未來規劃重點。（會議紀錄詳如附錄十）
參、心得與建議

陳主委在法國一週期間，除了法蘭西翰林院的演講與參訪史前遺址La Grotte Chauvet兩項重要活動外，亦拜會相關的藝文界與政界人士、參訪藝文機構、歷史性建物與世界文化遺產指定地；此外，亦接受華文媒體與法國電台的專訪。如此緊湊的行程，具有文化與政治意涵的雙重功能。綜觀此次參訪，幾點建議如下：

1、 法蘭西翰林院是法國最高學術機構，同時也是舉國崇仰的精神宗師，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政府的諮詢機構，其重要性自不可言諭。該院本年以「從遠東看歐洲」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演講，邀請各國學術菁英及重要政府官員前來發表演說。本次陳主委以台灣主管文化最高官員身分受邀在該院演講，是一次突破性作為，代表台灣文化在與法國多年接觸之後，已受到重視與肯定。建議該院未來能在相關主題上，再次邀請台灣學術菁英及重要政府官員前來發表演說，發揮並聯繫台法之間實質關係。

2、 Aix歌劇藝術節是歐洲重要藝術節之一，本次陳主委至艾克斯市參訪並與該藝術節重要成員討論合作事宜。因此，未來將結合Aix、尼斯等地之演出，把巴黎的演出重心拓展至法國南部，開拓台灣文化空間。

3、 法國有許多城市因曾有文化界人士居住過而聞名，如塞尚住過的Aix、梵谷住過的Arles。台灣未來將把艋舺、鶯歌、埔里等城鎮改造為文化鎮，可透過Aix、Arles等法國城鎮的模式，使台灣這些改造後的城鎮具有文化與觀光的雙重功能；亦可師法歐盟目前推行之「文化城市」觀念，以挑戰與競爭之模式，建立台灣文化城市型模，希望未來台灣都能以獨特之城鄉文化作為爭取政府資源的標準。
4、 法國目前有28個世界文化遺產，本次陳主委即參訪了三個－Orange古劇場、Pont du Gard及亞維儂舊城區（於1995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台灣目前正積極推動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的登錄工作，法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維護、管理與經營模式，可作為台灣未來若有世界文化遺產的仿效；古資產、新思維這是二十一世紀文化人士應建立的觀念，唯有多觀摩、多學習台灣的文化遺產才能與世界接軌，九月與法國同步發聲的「認識古蹟日」是一種方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爭取之「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是一種方式，唯有多接觸、去蕪存菁，文化主題性之時代意義才能顯現且永存。
5、 「文化創意產業」是目前台灣各界推動的重點，期待藉由該項政策活絡台灣經濟。法國雖無「文化創意產業」名詞，但各地卻可見因「創意」而製造出來的產品。這些產品的設計都直接取材於當地特有之文化特色，可讓外地人一見產品就明瞭當地豐富資源所在，不僅具在地文化之宣傳價值，更重要的是，為當地的賺進為數可觀的收入。因此，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尚有許多師法文化大國─法國之處。

6、 文建會於行政院的「新十大建設」中提出「流行音樂中心」計畫，預計於五年後在北、中、南三區各興建一座「流行音樂中心」，以專做流行音樂演出場地。巴黎拉維列特園區於1984年建造了Zénith音樂廳，是巴黎第一座專供搖滾流行音樂的大型表演場地。該廳的工程費用只花了二千萬法郎（約合新台幣一億元），且只有五位工作人員負責場地管理。該廳以少許工程經費及少數工作人員，即可管理一座可容納約6000人的表演廳，可提供目前財政窘困的台灣，一個可仿效的案例，未來文化事務行政法人化或OT均是可研究或參考之文化經營方式。

肆、附錄

一、亞洲人眼中的歐洲（L’Europe vue par l’Asie）
（一）法文版

Ce que nous savons du monde, de même que la conception qu’au fond de nous-mêmes nous nous en faisons, dépend, pour une large part, de la façon dont l’école nous l’a appris. Chaque culture se construit ainsi un monde qui lui est propre, assez différent de celui des autres.

A Taiwan, on nous enseignait que le monde historique avait commencé avec quatre civilisations, que l’on pourrait appeler fondamentales ou primordiales, qui avaient vu le jour en Egypte, en Mésopotamie, en Inde et en Chine. C’est à partir d’elles que d’autres civilisations étaient apparues et s’étaient développées.

La deuxième étape importante de cett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humanité qui nous était ainsi présentée avait vu l’éclosion, puis l’épanouissement, de la civilisation gréco-romaine. 

Les Grecs avaient les premiers inventé la philosophie, c’est-à-dire que, les premiers, ils s’étaient efforcés de penser rationnellement le monde et le destin de l’homme. 

La civilisation gréco-romaine, qui avait été brillante et inventive pendant plus de dix siècles, fut emportée par les invasions successives de populations venues de l’Est.

Puis vint l’Europe. D’abord sous la forme de la Renaissance, période qui connaît un essor exceptionnel des arts,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Cette intense créativité, qui prend d’abord naissance en Italie, s’étend rapidement à l’Europe tout entière et la conduit progressivement à une mutation d’une ampleur inégalée. L’Europe est désormais sur la voie qui va lui permettre, en quelques siècles, d’imposer son hégémonie au monde entier.

Les relations, de quelque nature qu’elles soient, entre l’Europe et ce qu’on pourrait appeler l’« extrême-Asie », avaient été pratiquement inexistantes jusqu’au 19ème siècle. La Chine, qui, depuis des temps immémoriaux, en était le centre, n’était pas du tout consciente, comme Alain Peyrefitte l’a montré dans son livre « L’Empire immobile », que le monde était en train de changer et que loin d’être la puissance dominante qu’elle croyait encore être, elle devrait se soumettre à un pouvoir venu d’ailleurs. Le choc fut donc d’autant plus rude.

A partir de ce moment, l’Europe s’imposa à l’Asie tout entière. Elle intervint, de manière impérieuse et déterminante, dans notre destinée collective et son poids devint tel, que nous en fûmes profondément et durablement marqués. 

Comment nous représentions-nous cette Europe ?

Je crois qu’il est d’abord essentiel de dire que notre Europe à nous, si elle avait de nombreux rapports avec la réalité, était aussi le produit de nos imaginations et de la connaissance limitée que nous en avions. Les Européens ont bien marqué, de leur côté, après d’abondantes études, que la perception qu’ils avaient longtemps eue de l’Asie, et qu’ils continuent certainement d’avoir, était aussi imaginaire que réelle. Nous n’échappions pas à cette règle réciproque : de la même façon que les Européens ont construit une Asie largement mythique, nous avons rêvé d’une Europe qui ne l’était pas moins.

Pour moi, et je ne crois pas m’écarter d’une vision très commune des choses, l’image que je me faisais de l’Europe était d’abord centrée autour des catégories de force, de puissance et de richesse, fondées sur une supériorité incontestable dans le domaine des savoirs scientifiques et technologiques.

Nous avions l’impression que l’Europe, pour des raisons obscures, avait la première compris que le monde pouvait être profondément transformé au profit de l’homme, et qu’elle s’était vouée à cette tâche ; ce qui lui avait permis de développer une connaissance d’un nouveau genre, la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et, ultérieurement, des techniques propres à lui assurer une domination sans partage. 

Ces capacités nouvelles leur avaient également permis de devenir riches et d’atteindre à un niveau de vie et de confort que nous étions loin de connaître en Asie, où la pauvreté et l’insécurité étaient encore largement la règle. La situation à Taiwan n’était pas, tant s’en faut, la pire, mais nous devions travailler dur, mener une vie spartiate, faire face, comme nous le pouvions et sans aucune aide extérieure, à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de la vie. Nous étions donc envieux de  l’Europe, de ses douceurs, de ses facilités, de tout ce qu’elle offrait à ceux qui avaient la chance d’en faire partie. Et nous l’étions d’autant plus que nos imaginations avaient naturellement tendance a embellir et idéaliser la situation. Nous percevions l’Europe comme une sorte d’Eldorado où tout était possible et où tout s’obtenait sans efforts.

Les Européens s’étaient aussi dotés, grâce à leur technologie, d’armes puissantes qui leur assuraient une force supérieure à celle de n’importe quelle autre civilisation. Ils ont ainsi pu, d’une part, à travers le processus de «colonisation », imposer directement leur domination à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lanète et, d’autre part, obliger les autres nations à accepter leurs règles. Nous avons donc dû, comme le reste du monde, nous soumettre, bon gré mal gré, à leur volonté hégémonique, subir leur influence culturelle, adopter nombre de comportements qui n’étaient pas, au départ, les nôtres. Pour les Asiatiques, l’impérialisme européen n’est pas un concept abstrait mais une réalité souvent durement et douloureusement vécue. A Taiwan, toutefois, nous en fûmes relativement protégés par notre isolement d’abord, puis par l’occupation japonaise de l’île, mais notre sentiment d’appartenance à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ne pouvait nous laisser insensibles à sa décadence.

 La puissance ne va pas sans abus de pouvoir ni sans brutalité. Les Européens n’ont pas fait exception à cette règle. Nous les admirions pour leur force, pour leur créativité, pour leur dynamisme mais, en même temps, ils nous inspiraient une certaine crainte pour la façon dont ils pouvaient en user. Je crois que cette ambivalence de nos sentiments persistera encore longtemps. 

Le Japon, fermé depuis plus de deux siècles à toute influence extérieure, avait dû, lui aussi, sous la contrainte des forces navales occidentales, ouvrir ses ports et ses portes aux nouveaux conquérants et accepter, bon gré mal gré, leurs conditions.

Le Japon, toutefois, compris très vite, contrairement à la Chine, que le seul moyen de résister à l’Occident consistait d’abord à essayer de l’imiter et d’acquérir ainsi progressivement tout ce qui faisait sa force et sa supériorité. Devenu en quelques décennies une nation moderne, il affirma facilement à son tour sa nouvelle puissance contre d’autres pays asiatiques et, notamment, la Chine, à laquelle il infligea une sévère défaite lors de la guerre de 1894/95. C’est ainsi que Taiwan, aux termes du traité de Shimonoseki, qui mit fin à ce conflit, passa sous le contrôle du Japon.

Taiwan, à l’époque (1895), était une simple préfecture de la province du Fujian et la Chine y exerçait, à travers une administration peu nombreuse et souvent corrompue, une autorité constamment remise en cause. Le désordre, l’anarchie et l’insécurité y étaient monnaie courante.

Bien que la colonisation japonaise (1895-1945) nous ait privés de toute liberté politique et nous ait ravalés au rang de citoyens de deuxième classe, il est objectif de dire qu’elle eut aussi des aspects positifs. Les Japonais nous communiquèrent leur foi et leur enthousiasme pour les valeurs de progrès, de modernisation,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travail et de discipline, valeurs qu’ils avaient eux-mêmes empruntées aux Européens, quelques décennies auparavant, et dont ils avaient pu, par leur propre exemple, apprécier les bienfaits. Leur administration, qui dura cinquante ans, transforma profondément Taiwan et nous transforma nous-mêmes durablement.

En d’autres termes, nous fumes convertis à de nombreux aspects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par l’intermédiaire du Japon, qui les avait lui-même adoptés. 

Mon père était peintre. Il avait été beaucoup influencé par le mouvement impressionniste et, de ce fait, aimait la peinture européenne e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la peinture française. C’est à travers lui que j’ai commencé de connaître un autre aspect non moins important de l’Europe, celui de ses productions artistiques, de sa culture, au sens restreint du terme. 

Nous étions très attachés à notre propre culture qui, dans beaucoup de domaines, avait produit des choses admirables que nombre d’Européens disaient d’ailleurs admirer. Mais nous n’étions pas fermés à d’autres influences. La colonisation japonaise, en nous mettant en contact avec d’autres, différents de nous, nous avait contraints à ne pas nous enfermer dans le chauvinisme culturel. 

Cet éclectisme, de surcroît, me paraissait naturel. C’est le propre des productions culturelles que d’être soustraites, par leur nature même, à toute idée de compétition, de concurrence ou de hiérarchie. Il existe une poésie indienne, une poésie japonaise, une poésie chinoise, une poésie française…; à vrai dire, il existe pratiquement autant de poésies qu’il existe de langues. Ne serait-il pas absurde de prétendre que l’une est, par essence, supérieure à l’autre ? 

Toutefois, en ce domaine comme dans tous les autres, la puissance économique et militaire de l’Europe avait été le principal vecteur de la diffusion de sa culture. C’est assez dire qu’elle s’imposait et que son influence était considérable. Nous connaissions les grands chefs-d’œuvre de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qui avaient presque tous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Il existait également de nombreuses éditions, très accessibles sinon toujours de très bonne qualité, de reproductions des tableaux des grands peintres européens. Pour ma part, j’étudiais très sérieusement la musique classique européenne, que j’aimais beaucoup. Nous avions, en tout, le profond désir de suivre les modes occidentales qui étaient pour nous le comble du chic, de l’élégance et de la modernité. En d’autres termes, la culture dominante nous dominait et nous l’acceptions sans arrière-pensées.

Je suis une pianiste connue. J’ai été professeur de piano dans une grande université nationale de Taiwan, j’ai donné de nombreux concerts de musique classique à Taiwan et à l’étranger , j’ai été formée a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Paris. Nul, plus que moi, n’a été enrichi par la musique européenne et nul, plus que moi, ne l’aime et n’en connaît la beauté. Je crois pouvoir affirmer que je suis une fervente admiratrice de la culture européenne. Par sa diversité, son extension, son ancienneté, la quantité de ses productions, il est indéniable qu’elle est d’une exceptionnelle richesse. Venant d’Asie, nous avons tous été frappés par la quantité et la beauté des objets et des monuments que cette civilisation a laissés. Ici même, à Paris, on ne peut qu’être étonné par le patrimoine artistique extraordinaire que cette ville recèle.

Je voudrais seulement dire que, de la même façon que, vous Français, dénoncez aujourd’hui un certain « impérialisme culturel » anglo-saxon, nous aurions eu, nous aussi, beaucoup de raisons de parler d’un « impérialisme culturel »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Je me souviens que lorsque je suis arrivée à Paris pour y étudier la musique on me demanda si j’avais une bonne connaissance de la musique de mon propre pays . Cette question me désarçonna. Non seulement je n’en avais strictement aucune connaissance mais je n’avais même jamais réellement pensé qu’il pût en exister une, digne d’être étudiée. L’influence, en ce domaine, d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était si forte qu’elle avait totalement occultée notre propre tradition. 

Beaucoup d’amis français de ma génération m’ont dit que, pendant toutes leurs études secondaires, ils n’avaient jamais eu un seul 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sie, sur sa pensée, sur ses religions, sur son art, sur s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et qu’ils avaient dû faire l’effort de s’y intéresser par eux-mêmes. Si l’on pense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vit sur ce continent, cette absence regrettable est un signe manifeste que les autorités académiques françaises de l’époque tenaient en assez piètre estime les civilisations étrangères et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en matière culturelle et artistique, avait suffisamment de mérites par elle-même pour être universellement reconnue. Aussi aurions-nous peut-être préféré qu’elle vint à nous plus doucement, avec moins de fanfare et d’ostentation, de manière que nous puissions l’apprivoiser à notre rythme, plus lentement, car, comme ce personnage d’une pièce sénégalaise, il faut toujours se poser cette importante question : « ce que nous avons appris valait-il ce que nous avons dû oublier ? ».

A la fin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Taiwan fut “ rend ” à la Chine. Ses habitants attendaient beaucoup de cette libération de leurs colonisateurs. Or, loin d’améliorer la situation, cette rétrocession de Taiwan à une Chine encore en proie à la guerre civile, ne fit que la rendre plus difficile encore. La nouvelle administration chinoise, venue du continent, brutale et corrompue, traita les Taiwanais comme des étrangers, qui plus est pro-japonais et traitres à leur patrie. Elle se livra à de tels excès qu’ils entraînèrent, en février 1947, un soulèvement quasi-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lequel fut réprimé avec une rare violence. La plupart des élites taiwanaises furent éxécutées ou durent s’enfuir à l’étranger. Le gouvernement, dirigé par Chiang Kai-shek, qui s’installa à Taiwan à partir de 1950, imposa, à son tour, un régime particulièrement autoritaire et exerça une répression extrêmement dure à l’égard de tous ceux qui ne partageaient pas exactement ses vues. C’est ainsi que mon mari fut emprisonné pendant trois années pour sédition, ce qui veut simplement dire qu’il avait eu l’audace d’exprimer des opinions qui n’étaient pas celles du gouvernement.

Aussi, pour tous ceux qui, comme moi, ont vécu douloureusement ces évènements, l’Europe possédait-elle un dernier attrait, peut-être le plus grand de tous à mes yeux : celui de la liberté et de la démocratie.

L’Asie a une longue tradition de régimes autoritaires. Pendant des temps immémoriaux, la Chine impériale n’a connu que l’obéissance absolue au pouvoir. Ni la République, ni le régime communiste, ni celui du Kuomintang à Taiwan, n’ont fondalement changé cet état de fait. Plus généralement on peut malheureusement dire que la tyrannie et l’oppression ont été le mode le plus répandu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hommes. C’est donc le grand honneur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que d’avoir, à un moment donné, introduit de nouvelles idées qui sont, sans conteste, plus humaines et plus généreuses. Les rapports de domination et la loi du plus fort sont certainement les comportements les plus naturels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Ce fut un grand effort, moral et intellectuel, que de leur avoir substitué les notions beaucoup plus complexes et civilisées de droit, de loi, d’égalité, d’intérêt général, de délégation et de partage du pouvoir. Tous ces concepts, fruits de la grande philosophie des Lumières, ne vont pas de soi et nous devons être particulièrement reconnaissants à l’Europe de nous les avoir transmis. C’est d’autant plus vrai pour nous, à Taiwan, que, grâce aux efforts et aux sacrifices de quelques-uns, nous sommes parvenus à les mettre en application et que nous sommes l’un des pays d’Asie, il n’y en a malheureusement pas encore beaucoup, qui bénéficie d’un régime démocratique dans lequel les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sont respectées.

En résumé, on ne saurait jamais assez souligner que l’Europe a été constamment pour nous, et dans presque tous les domaines, un modèle à suivre et que ce qu’elle nous a donné, pas toujours, cependant, aussi généreusement que nous l’aurions aimé, a complètement transformé notre vie et notre destin. C’est pourquoi nous étions tous aussi anxieux d’aller en Europe, de la voir, je dirais presque de la toucher, et que ce voyage était comme un pèlerinage vers l’une des sources vives d’une partie de nous-mêmes.

L’Europe d’aujourd’hui

Toutes ces descriptions et toutes ces réflexions, toutefois, renvoient à un passé révolu. Les temps ont changé. L’Europe et l’Asie ne sont plus ce qu’elles étaient il y a seulement quelques décennies. Pour moi, d’ailleurs, qui ai grandi après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co-existent dans mon esprit deux images de l’Europe : l’une, brillante, se réfère au passé ; l’autre est celle, plus terne et plus indistincte, de l’Europe d’aujourd’hui. 

On ne peut que constater que, à partir de la fin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qui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dévastatrice pour la plupart des pays européens, et, surtout, de celle de la colonisation qui s’en est ensuivie, l’influence politique de l’Europe en Asie n’a cessé de s’affaiblir et qu’en ce domaine, ce sont aujourd’hui les Etats-Unis qui jouent le rôle le plus important. On a même l’impression que l’Europe, en renonçant à être une puissance militaire, a renoncé à peser sur les affaires du monde, et notamment sur celles d’Asie, où subsistent de nombreux et graves conflits potentiels. Pour prendre l’exemple de Taiwan, il est clair que les profondes dissensions qui nous opposent à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le statut de l’île, et les menaces constantes que la RPC fait peser sur nous, pourraient avoir de sérieuses conséquences, non seulement pour Taiwan et la Chine, mais pour l’ensemble de la région, voire le reste du monde. Or, l’Europe ne joue qu’un rôle très secondaire dans cette affaire; on peut même dire qu’hormis quelques déclarations de principe, elle en est pratiquement absente. En revanche, la médiation des Etats-Unis est indispensable et constamment sollicitée, d’ailleurs, par les deux parties.

Ce retrait de l’Europe de la scène politique mondiale, tout à l’opposé de son impérialisme d’antan, conduit nécessairement à une perte d’influence corollaire dans beaucoup d’autres domaines. Les grands centres intellectuels et artistiques que furent les capitales européennes attirent beaucoup moins aujourd’hui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d’étudiants asiatiques, qui se tournent plus volontiers vers les Etats-Unis. Les élites d’Asie ne sont plus formées en Europe mais, majoritairement, dans les grandes universités américaines ou bien, et c’est une nouvelle tendance qui prend de plus en plus d’ampleur dans certains pays comme Taiwan, dans les institutions académiques locales, qui ont beaucoup progressé.

On peut dire qu’aujourd’hui l’Europe a cessé de jouer le rôle de modèle à suivre qu’elle a si longtemps joué dans le passé. Paris, par exemple, exerça sans conteste une attraction considérable sur tous les grands écrivains et les grands artistes de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20ème siècle et son rayonnement fut exceptionnel. On imaginait mal, à l’époque, qu’on puisse se consacrer à l’art ou à l’écriture sans effectuer d’abord un séjour initiatique indispensable en Europe e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à Paris. Or, je constate que cette attraction n’existe plus. Les jeunes Taiwanais ignorent de plus en plus l’Europe et sont beaucoup plus intéressés par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qui proviennent des Etats-Unis ou même de Tokyo, d’où partent souvent, maintenant, les modes suivies à Taiwan et dans d’autres pays d’Asie. Lorsque j’étais adolescente les noms de Sartre, de Camus, ou de Picasso et de Matisse, étaient connus de tous les étudiants. Aujourd’hui, je crains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aient beaucoup de mal à citer un seul nom de peintre ou d’écrivain français contemporain. 

Dans ce contexte,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 autres que l’anglo-américain, qui est aujourd’hui devenu la seule langue internationale de communication, ont du mal à trouver des adeptes et ne sont connues que par de très petites minorités. A Taiwan, par exemple, les grandes langues de culture européennes, que sont le français, l’allemand ou l’espagnol, ne sont apprises que par une poignée d’étudiants, bien que notre gouvernement s’efforce d’en favoriser l’étude. En revanche, les parents d’élèves souhaitent que l’apprentissage de l’anglais soit constamment renforcé et qu’il commence dès le jardin d’enfants. 

Je vais même vous faire une confidence. Mes deux filles ont, comme moi, étudié la musique, mais aux Etats-Unis. Beaucoup de gens me demandent pourquoi elles n’ont pas étudié à Paris puisque je suis moi-même très attachée à la France et à la formation que j’y ai reçue. La réponse est inattendue. Lorsque, mes études terminées, je suis rentrée à Taiwan, toute fière de mon premier prix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Paris, je me suis heurtée à des difficultés insurmontables pour faire reconnaître ce diplôme par les autorités académiques de mon propre pay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de Taiwan s’inspire directement de celui des Etats-Unis qui délivre des bachelors, des masters ou des doctorats. Mon premier prix d’une institution que je croyais particulièrement prestigieuse n’entrait pas dans une catégorie équivalente et ne me donnait donc pas le droit à occuper une quelconque position correcte dans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de Taiwan. C’est pour leur éviter de tels désagréments que j’ai incité mes deux filles à choisir la filière américaine.

Il est indéniable, et pas seulement pour les raisons que je viens d’évoquer, que le prestige des grandes universités des Etats-Unis n’a cessé de croître alors que les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sont de plus en plus oubliées. Les gran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ont l’excellence pourtant demeure, comme l’Ecole Normale ou l’Ecole Polytechnique, sont généralement ignorées en Asie alors que personne n’ignore Harvard ou Yale.

Cinquante ans à peine après l’abandon de ses colonies, on a le sentiment que l’image de l’Europe en Asie s’est déjà beaucoup estompée. 

Ce reflux de l’Europe est allé de pair avec un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xtrêmement rapide et, dans certains cas, spectaculaire, de nombreux pays asiatiques. Indépendamment du Japon qui était devenu, depuis longtemps, un pays industrialisé, la Corée du sud, Singapour, Hong-Kong, Taiwan, la Malaisie, ont accédé à un niveau de production et de richesses qui a profondément modifié ces sociétes et les comportements sociaux de leurs habitants. La RPC participe à ce mouvement avec un temps de retard mais son énorme potentiel lui confère déjà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Ces changements très positifs sont d’abord apparus dans le domaine économique mais ils se sont rapidement traduits dans de nombreux autres domaines. Sur le plan politique, d’abord, beaucoup de pays se sont engagés dans un processus de libéralisation et de démocratisation qui semble irréversible, même si beaucoup reste encore à faire. Une place grandissante est accordée au respect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Les sociétés asiatiques, dans l’ensemble, sont devenues plus humaines et moins soumises à l’arbitraire qu’elles ne l’étaient il y a seulement quelques décennies.

De la même manière, l’augmentation de la richesse nationale de nombreux pays et du niveau de vie de leurs populations a fait reculer l’extrême pauvreté et ses conséquences dégradantes. Elle a même, dans certains cas, permis la mise en œuvre de mesures significatives de protection sociale. L’exemple de Taiwan est, à cet égard, très représentatif : notre revenu par tête, plus de 14 000 dollars US, est devenu supérieur à celui des pays les moins rich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nous bénéficions d’avantages sociaux qui, dans certains domaines, sont de plus en plus comparables, notamment en matière d’assurance-maladie ou de retraites.

L’Asie, enfin, même s’il existe encore beaucoup d’exceptions, est, dans l’ensemble, beaucoup mieux éduquée, et donc beaucoup plus productive, beaucoup plus inventive, beaucoup plus créative, qu’auparavant. Les grandes universités et les grands centres de recherche d’Asie, sans même parler du Japon, ont aujourd’hui atteint un excellent niveau. La supériorité de l’Occident reposait d’abord sur son développement scientifique et technologique et sur ses capacités de recherche. S’il conserve encore une assez large avance, beaucoup d’observateurs pensent que cette avance ne cesse de se réduire et que,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l’Asie sera de moins en moins dépendante de l’Occident dans ces domaines.

Même dans le domaine artistique, l’Asie ne se contente plus, comme ce fut pendant longtemps le cas, d’imiter servilement les modes d’expression de l’Occident. Elle cherche à réinventer une esthétique et des formes qui lui soient propres. A Taiwan, beaucoup d’efforts sont faits actuellement dans ce sens et le nombre de ceux qui se consacrent à des carrières artistique a augmenté, au cour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dans des proportions considérables. Pour prendre un exemple récent auquel je suis attachée, nous avons réussi à monter l’année dernière à Taipei un spectacle très original qui tient à la fois de l’opéra occidental et de l’opéra chinois sur un livret de Mr. Gao Xin-jian,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qui en est également le metteur en scène, une musique d’un compositeur chinois et des chanteurs et danseurs de Taiwan. Ce spectacle sera d’ailleurs présenté prochainement à Marseille. 

Face à l’écrasante puissance occidentale, les cultures asiatiques, à la fin du 19ème et au début du 20ème siècle, étaient naturellement tombées dans la dépréciation d’elles-mêmes et éprouvaient, par rapport à l’Occident, ce que beaucoup ont appelé un « complexe d’infériorité », sentiment particulièrement désagréable et déstabilisant, sur le plan psychologique. Certains intellectuels chinois, immédiatement aprè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ne proposaient rien moins, par exemple, que le rejet total d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qui, selon eux, avaient été responsables de son incapacité à s’adapter au monde moderne et, donc, de son déclin.

Les succès remarquables de la plupart des sociétes asiatiques, au cour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ont profondément modifié l’image qu’elles se faisaient d’elles-mêmes et ont conduit ces sociétés à une nouvelle affirmation d’elles-mêmes, à une confiance et une fierté retrouvées. Ils les ont même récemment conduites à une mise en question de la supériorité de l’Occident, par exemple dans le domain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ou celui, plus fondamental encore, des « valeurs ». 

Certains leaders politiques d’Asie comme M. Lee Kwan-yew, pendant longtemps premier ministre de Singapour, ont avancé l’idée que les valeurs sociales et morales, mises en avant par le monde occidental, n’avaient qu’un degré partiel d’universalité et qu’il ne fallait donc s’en inspirer qu’avec beaucoup de prudence et de circonspection. Toujours selon lui, nous devrions, au contraire, continuer d’adhérer à un système de « valeurs asiatiques », qui correspond beaucoup mieux à ce que nous sommes et ne le cède en rien, sur le plan moral, aux valeurs occidentales. Le fait que cette thèse qu’elle ait été soutenue, et qu’elle ait également beaucoup de partisans, notamment M. Mahatir, ex-premier ministre de Malaisie, est très significatif d’un changement d’état d’esprit de la part des élites asiatiques. Elles ne sont plus prêtes à adopter sans examen tout ce qui vient de l’Occident et elles entendent maintenant exercer leur liberté de jugement, même si tous les authentiques démocrates asiatiques se sont ralliés à la conception universaliste des valeurs défendue, contre LEE Kuan-Yew, par l’ancien président coréen et militant des droits de l’homme, M. Kim Dae Jung, dans un article célèbre de la revue américaine Foreign Affairs.

De la même manière, on n’hésite plus aujourd’hui à critiquer, et même de façon assez radicale, certains aspects d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Beaucoup pensent, par exemple, que l’individualisme que revendiquent ces sociétes est excessif et qu’il n’est qu’une perversion de l’idée de liberté. Beaucoup considèrent également que les systèmes de protection sociale, telle qu’ils sont aujourd’hui conçus en Europe, sont incompatibles avec le dynamisme économique et qu’ils sont, par certains de leurs aspects, peu recommandables pour leurs conséquences morales. On estime généralement, en Asie, que des mesures sociales qui dépassent un certain seuil mettent gravement en cause des notions fondamentales auquelles nous restons très attachés, comme, par exemple, celles de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d’initiative personnelle ou de dignité du travail. 

Beaucoup, enfin, s’interrogent sur ces notions de « droits fondamentaux » ou de « droits de l’homme », qui sont extrêmement flous, et que l’Occident pratique souvent sélectivement en les utilisant à son avantage ou à des fins qui n’apparaissent pas toujours comme innocentes. Nous sommes bien placés, à Taiwan, pour savoir que la raison d’Etat et le réalisme politique ont encore de beaux jours devant eux, malgré toutes les déclarations sur les droits de l’homm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Nous savons, par exemple, que l’OMS, contrairement aux principes de sa charte, n’est pas autorisée à nous aider lorsque nous sommes menacés par une grave épidémie, comme la pneumonie atypique de 2003, ou que nous ne pouvons organiser un referendum pour demander à la RPC de cesser de nous menacer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ssiles constamment pointés sur nous.

Conclusion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Asie est devenue aujourd’hui un thème convenu, de même que le déclin de l’Europe. Les médias ne cessent de ressasser que le centre de gravité du monde va se déplacer, au 21ème siècle, de l’Atlantique au Pacifique et que l’Asie va devenir, dans un laps de temps relativement court, la partie du monde économiquement la plus puissante et intellectuellement la plus active et la plus inventive.

Je ne partage que partiellement ces vues. Il me semble assez vraisemblable, comme à tout un chacun, que l’Asie, compte tenu des atouts dont elle dispose,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ressources humaines, est appelée, et c’est tant mieux, à un futur plus brillant que ne le fut son récent passé. Il me semble également tout a fait indéniable que l’Europe a perdu pour toujours le rôle hégémonique qui fut le sien pendant longtemps. Le modèle qu’elle représenta et qui fut, on ne saurait trop le répéter, déterminant pour construire notre propre vision de l’avenir, est devenu, et pour toujours, caduc. L’Asie n’a plus, aujourd’hui, besoin de tuteur. 

Les choses, toutefois, ne sont pas si simples. Tout d’abord, le chemin à parcourir pour que, concernant l’Asie, ces prédictions optimistes se réalisent est encore long et périlleux. Beaucoup de pays d’Asie sont encore dans un état désolant de sous-développement, beaucoup de conflits potentiels - par exemple ceux liés à la question de Taiwan ou celle de la Corée du Nord- pourraient éclater qui remettraient en question la prospéri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On peut même dire que l’Asie se trouve dans une phase délicate de transition ou de mutation. Elle est très loin d’avoir atteint un point d’équilibre solide, par exemple en matière politique ou en matière sociale. Si les démocraties occidentales semblent assurées d’une certaine pérennité, la plupart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d’Asie apparaissent comme transitoires et font l’objet de sérieuses contestations qui pourraient conduire à des troubles graves. De surcroît, dans de nombreux pays, le délicat problème des minorités est très loin d’avoir trouvé une solution satisfaisante. De la même manière,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rapide ne va pas sans créer d’épineux problèmes sociaux, dont la Chine donne un exemple particulièrement saisissant, et qui, à mon sens, deviendront de plus en plus aigüs. Enfin, l’apparition et l’exacerbation des fondamentalismes religieux ne laissent pas d’inquiéter.

Par ailleurs, le fameux déclin de l’Europe, s’il est actuellement une réalité, n’est pas non plus un destin inéluctable. J’ai suivi avec intérêt, ces derniers mois, le débat intellectuel suscité, en France, par le livre de M. Baverez sur le déclin, non pas de l’Europe, mais plus particulièrement de la France. La plupart des intellectuels qui y ont participé ont généralement confirmé le diagnostic de l’auteur, mais il me semble que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est plutôt un bon signe. Identifier précisément la maladie est déjà un pas important sur le chemin de la guérison et il n’est donc pas du tout certain que cette douce torpeur dans laquelle les Européens eux-mêmes s’accusent d’être tombés constitue l’axe définitif de l’évolution de l’Europe.

Une chose, toutefois, est sûre, même si cette constatation est très banale : le monde est devenu terriblement incertain, riche de grandes potentialités mais en même temps porteur de graves dangers. Tout dépendra de la modération et de la sagesse dont nous saurons faire preuve, les uns et les autres, dans nos futures relations. Le nationalisme intransigeant, l’impérialisme, la confrontation, les rapports de force, sont de constantes tentations et le « choc des cultures », que prédit Samuel Huntington, est malheureusement tout aussi possible que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 que j’appelle personnellement de mes vœux.

Permettez-moi, enfin, de terminer cet exposé sur une note un peu plus personnelle et un peu plus militante. Il me paraît important que vous sachiez et, compte tenu de l’infuence que vous exercez, je vous serais reconnaissante de faire savoir que le “miracle taïwanais” ne concerne pas seulemen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Au cours des quinze dernières années est éclose à Taïwan une société authentiquement démocratique, qui partage vos valeurs et défend sincèrement les droits de l’Homme. Le 28 février 2004, deux millions de citoyens taïwanais, se tenant par la main et liés par une commune conviction, ont formé, tout le long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e Taiwan, une ligne initerrompue pour dire non à la menace militaire de la Chine et affirmer leur foi en un  Taïwan libre et démocratique. L’Europe ne devrait pas l’ignorer et devrait, dans son propre intérêt et conformément aux positions morales qu’elle affiche, mieux appliquer vis à vis de mon pays la solidarité qui lie naturellement entre eux les régimes démocratiques de par le monde, au lieu de céder, pour des raisons souvent mercantiles, aux tentations d’une « real politik » à courte vue.

（二）中文版

導論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和我們內心對世界的認知，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學校教育的養成。每個文明都有一個自己心目中的世界，這個世界和其他文明各有其核心價值，並且大不相同。

在台灣，我們自小學習到四個偉大的古文明，揭開了人類歷史的序幕，這四大文明分別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後來再由此衍生出其他的文明。例如第二波的希臘羅馬文化的興起與擴張，即是人類歷史邁入了第二個階段的實證。

希臘人首先發明哲學，換句話說，他們是最早開始以理性的方法認識世界和思考人類命運的民族。輝煌燦爛、創造力鼎盛的希羅文化，在世界上叱吒風雲逾十世紀之久，後因來自東方多次的入侵而滅亡。

接下來就是歐洲的興起。首先是文藝復興的風潮，帶動了藝術、文學、科學等方面的躍升。密集的創造活動先在義大利萌芽，很快就傳遍歐洲各地，逐漸導致空前的全面革新。歐洲自此步上康莊大道，以強盛的力量稱霸世界數百年。

十九世紀以前，歐洲和「遠東」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自古以來處於這個「遠東」地區中心的中國，就像法國作家貝雷費特（Alain Peyrefitte）在「不變的帝國」《L’Empire immobile》書中所描寫的一樣，完全沒有意識到世界的改變，一直認定自己是世界的主宰，殊不知外來的武力很快就要迫使它臣服。正因為缺乏心理準備，所以這個打擊就分外地沉重。

從這個時期開始，歐洲人入主整個亞洲，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改變了亞洲人集體的命運，所造成的影響既深且遠，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我們心目中的歐洲

在這裡要事先強調，我們對歐洲的認知雖然基本上是由事實出發，但其中不免摻雜想像的成分。由於所知有限，更容易造成片面的印象。歐洲人也是在經過大量研究之後，才瞭解他們長久以來所認識的亞洲，是想像和真實混合的產物，即使今天仍有許多人維持著傳統的樣板印象。根據同樣的道理，正像歐洲人大部分憑著迷思建立了心目中的亞洲，我們所夢想的歐洲和現實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對我而言，而且我相信這個觀點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歐洲人在科技方面，無庸置疑的優越性作為基礎，在武力、權勢、財富各方面都凌駕各國，這便是我對歐洲的主要印象。

歐洲人最早發掘人類改造世界的潛能，並由此樹立增進人類福祉的目標，將全副心力投注其中，開拓了嶄新的學術領域，也就是科學領域，之後又發展新科技，作為稱霸天下的利器。

這些新知識也帶來了財富，使歐洲人得以享受高水準的舒適生活，這在當時飽受貧窮、戰亂之苦的亞洲是難以想像的。如果要做比較，當時台灣的情況在亞洲國家中並不是最糟的，但是我們的先輩必須辛苦工作，像斯巴達人一樣刻苦耐勞，靠自己克難解決生活的困境。所以我們亞洲人當時很羨慕歐洲的舒適和安逸，羨慕幸運的歐洲人所能享有的一切好處。尤其是經過想像，一切都更美化、理想化了。我們想像歐洲是人間樂園，遍地黃金，俯拾即是。

歐洲人運用科技發展出強大的武力，讓其他所有文明望塵莫及。因此他們一方面以「殖民」的方式，佔領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另一方面，也強迫其他國家遵循他們的指揮。在這種形勢下，不管我們是否樂意，我們都必須和所有非歐洲地區的人民一樣，接受他們的政治霸權和文化影響，甚至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對亞洲人而言，歐洲帝國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字眼，而是慘痛的實際經驗。然而西方帝國主義的風暴並沒有直接襲擊台灣，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比較孤立，後來又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只是對於中華文化的歸屬感，讓我們對中國的頹敗不免感到痛心。

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總難免會有濫用權力、魚肉百姓等現象。歐洲人也不例外。我們崇拜他們的力量、創造力、活躍性﹔但是他們使用這些能力的方法，又使我們感到惶恐。我認為這種曖昧的感覺短時間內還不會消失。

日本在經歷兩世紀與世隔絕的鎖國時期後，也在西方強大的戰艦武力下屈服，被迫開放港口，敞開大門迎接新的征服者，接受他們提出的種種條件。

日本和中國不同的是，它很快就了解唯一抵禦西方列強的方法，就是要模仿他們，以便逐漸晉身列強之林。日本只用了數十年的時間就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亞洲新興的霸主，甚至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這個對中國的奇恥大辱，鞏固了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台灣就是在鴉片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

當時的台灣（1895）只是福建省轄下的一個府，中國派駐的官員人數很少，又大多是貪官污吏，所以公府缺乏威信，地方上宵小橫行、盜亂時起。

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下（1895-1945），雖然沒有政治自由，淪為二等公民，但是平心而論，日本人也有正面的政績。日本人把他們對進步、現代化、經濟發展、勤奮工作、遵守紀律等價值觀的信念和熱誠傳給了我們，這些價值觀是他們從西方學來的，他們已經親身體驗到它的好處。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期間，不僅台灣徹底改觀，在台灣人身上也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

換句話說，透過日本人的媒介，我們在很多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就像日本人接受西洋文化一樣。

我父親是畫家。他受到印象派繪畫很大的啟發，所以他非常喜愛西洋畫，尤其是法國的繪畫藝術。由於自小耳濡目染，我也開始了解歐洲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面向，也就是它的藝術創作，以及狹義所稱的文化。

我們深愛自己的文化，我們的祖先留下的豐富遺產，也令許多歐洲人讚賞推崇。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故步自封，日本人的統治使我們接觸到其他各種不同的文化，使我們不會成為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

這種兼容並蓄的精神在我看來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文化作品的本質，就是要超脫各種比賽、競爭、階級高下等觀念。例如詩的領域裡有印度詩、日本詩、中國詩、法國詩等等，事實上，可以說每種語言都有它自己的詩歌。如果一定要說哪種詩在本質上就比別種高一等，那不是很荒唐的謬論嗎？

然而文化領域也逃不過強勢的壓力，歐洲在經濟、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就是它傳播文化的最佳利器。歐洲文化吸引人崇拜、學習，影響巨大。我們對歐洲的文學名著都耳熟能詳，這些書也幾乎都有中文譯本。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也都有出版畫冊，雖然印刷的品質良莠不齊。我自己也深愛歐洲的古典音樂，並全心深入鑽研。我們在各方面都想追隨歐洲的流行風尚，我們覺得它是華麗、名貴、現代的極致表現。這種主流文化主宰著我們的品味，我們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

我在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鋼琴，也是位專業鋼琴家，學生時代是在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深造。我想沒有人比我受西洋音樂的薰陶更深，也沒有人像我這麼喜愛西洋音樂，這麼了解它的美。可以說我是一個歐洲文化的熱烈崇拜者。歐洲文化無論是她的多元、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悠久歷史，還是作品的數量，她的豐富性都是無與倫比的﹔我們由亞洲來到歐洲，總是為西洋文明所遺留的文物、建築物的數量與精美感到震撼。就像面對著巴黎包羅萬象的藝術資產，我們總是按捺不住心裡的訝異。

我主要是想說明，就像今天法國人指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文化帝國主義」侵略一樣，我們稱西洋文明為「文化帝國主義」也是有道理的。

記得我最初來巴黎學音樂的時候，老師問我對自己本國的音樂有沒有足夠的認識，這個問題對我恍如晴天霹靂。我不僅對自己本國的音樂毫無概念，也從未認真想過這種音樂是真的存在，而且是值得學習研究的。西洋音樂在這方面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使我們傳統的音樂完全被遺忘了。

許多同輩的法國朋友告訴我，他們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有關亞洲歷史、思想、宗教、藝術、古文明的課程，他們必須自己設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亞洲，教材裡對亞洲的忽視表示當年的法國教育當局，對其他的文明和文化間的對話交流抱持忽略的態度。

西方文明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豐富資產，大可以憑藉本身的藝術價值受到舉世推崇。我們寧可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不需要大張旗鼓，而使我們逐漸、緩慢地按照自然的步伐消化吸收。有一齣塞內加爾的戲劇，裡頭的人物總是提出這個重要問題：「拿我們學到的東西和遺忘的東西相比，哪一個比較有價值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台灣被「歸還」給中國。台灣人對殖民者撤離後的自由懷抱著很大的期待，但是中國本身內戰仍未平息，在當時「光復」反而使台灣的處境更為艱難。來自大陸的政府暴虐、腐敗，不但把台灣人當作外人，更當作親日的漢奸。他們極端的鎮壓措施終於在1947年2月引發了台灣人民揭竿起義，不幸卻被中國政府以非常暴力的手段壓制了。在這次事件裡，當時台灣的菁英幾乎全被處決，僥倖者得以逃亡海外。蔣介石政府於1950年開始以獨裁的政策統治台灣，對於不完全持相同看法的異議人士，採取極端強硬的鎮壓手段。先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以叛亂的罪名被捕入獄，監禁了三年，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大膽地發表了一些和政府不一樣的言論而已。

因此，對於像我一樣身受其苦的人而言，歐洲還有一項吸引人的地方，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自由和民主。

亞洲有很長的極權政府的歷史。自古以來，中國皇帝就享有至尊大權，全國上下都要絕對服從。民國的建立、共產黨或台灣的國民黨統治，基本上都沒有改變這種心態。說來很不幸，人與人之間最常見的關係，竟然就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關係。所以歐洲文明最值得誇耀的一點，應該是很早就引進了更為人道、更為慷慨的全新思想。弱肉強食的現象，可能是人類社會最自然的行為﹔需要很高的道德與智識勇氣，才能代之以更複雜也更文明的權利、法律、平等、公益等概念，以及權力的扥付與分享原則。這些肇始於啟蒙時代偉大哲學思想的觀念，並不是唾手可得的，我們很感激歐洲人發明和傳播這些思想的貢獻。這對我們台灣人而言更是事實，藉著一些有識之士的努力與犧牲，我們終於成為亞洲少數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之一，基本人權在我們國家受到了尊重。

總結以上所說，歐洲一直是我們在各個領域的典範，它所給予我們的，儘管有時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慷慨，卻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與命運。所以我們總是渴望到歐洲，去看，甚至去觸摸它，正像一趟探索生命之源的朝聖之旅。

今日歐洲

這些描述和想法，牽涉到的是已經過去的一頁。時代改變了，歐洲和亞洲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完全改觀。對我這二次大戰之後長大的一代來說，我腦海裡同時存在兩種歐洲的印象：一個是輝煌燦爛的往昔，一個是比較黯淡、模糊的今日歐洲。

因為二次大戰使大部分歐洲國家滿目瘡痍，所以從那個時候和隨後的殖民時期以後，歐洲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就不斷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國。歐洲在放棄軍事力量的同時，似乎也放棄了左右世局的舉足輕重之力，這在亞洲尤其明顯。然而亞洲局勢仍潛伏著大量嚴重糾紛的危機，舉台灣為例，我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在台灣的身分問題上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及中國對台灣持續的武力威脅，都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果。這些後果不僅影響到台灣和中國，也影響到整個地區，甚至全世界的安全。然而歐洲在這個問題上，卻只扮演極次要的角色，甚至可說除了一些聲明立場的談話之外，它根本毫無作用。相形之下，美國則是不可或缺的居間斡旋者，海峽兩岸都經常尋求她的支持。

歐洲在今日世界舞台上的缺席，和昔日的帝國主義完全背道而馳，也連帶導致它在其他許多領域裡喪失了影響力。以往堪稱全球知識藝術中心的歐洲各大都會，現在已經不再是年輕亞洲學生最嚮往的地方，美國對他們有更大的吸引力。現在亞洲的菁英份子不再往歐洲求學，他們大部分留學美國，或是像在台灣一樣的國家發展出一個新趨勢，因為當地的學術機構越來越進步，所以很多人就在本國繼續深入研究。

今天歐洲已經不再是典範，例如巴黎在二十世紀前半，吸引了所有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聚集，當時它的文化影響力確實是無與倫比的。那個年代從事文化藝術創作的人，一定非要到歐洲，尤其是巴黎遊歷學習不可。但是我發現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台灣的年輕人越來越不瞭解歐洲，他們比較感興趣的是來自美國或日本的新流行。現在台灣和很多亞洲國家都學習日本。我年輕的時候，所有的大學生都知道沙特、卡繆、畢卡索和馬諦斯。現在恐怕大部分學生都講不出任何一個當代法國畫家或作家的名字。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除了已經成為國際溝通用語的英文之外，其他歐洲語言學習的人越來越少，只有少數人能懂。在台灣，歐洲的重要語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儘管我們的政府大力提倡，仍然只有少數學生在學習。相反的，家長都一致要求加強英語教學，甚至從幼稚園就開始教英文。

我必須向各位坦承，我的兩個女兒也都學音樂，卻是在美國學習。很多人問我既然我這麼珍視法國和我在這裡所受的教育，為什麼沒有送女兒來巴黎學習呢？我的答案可能會讓各位驚訝。因為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的時候，拿著令我非常驕傲的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首獎證書，卻到處碰壁，教育當局不肯承認我的文憑。因為台灣的大學教育制度直接參照美國的學制，文憑就是學士、碩士、博士。我心目中的名校所頒發的「鋼琴首獎證書」完全無法歸入任何一類，使我無法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得到應有的尊重。我是為了避免女兒遇到跟我一樣的麻煩，所以才鼓勵她們到美國去深造。

不可否認地，也不僅是為了我剛才提及的原因，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聲譽越來越高，而歐洲的名校卻逐漸被淡忘了。法國的名校如高等師院或理工學院仍然具有卓越的水準，但在亞洲卻沒沒無聞﹔相反地，哈佛、耶魯，卻連販夫走卒都耳熟能詳。

歐洲撤離殖民地只有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它留給亞洲人的印象卻已經越來越模糊。

歐洲的衰落也和幾個亞洲國家經濟上快速、奇蹟似的發展有關。撇開早已成為工業強國的日本不提，南韓、新加坡、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等國，由於工業生產、財富的迅速成長，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都產生劇烈的變化。中國雖然比較晚起步，但是它巨大的潛力使它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

這些正面的改革雖然首先出現於經濟方面，但是其他方面也開始產生連鎖反應。首先在政治方面，很多國家已經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途徑，雖然距離終極目標還很遙遠，但這個趨勢看來是不會逆轉的。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越來越受重視，整個亞洲社會都變得比較人性化，不再像幾十年前一樣屈服於專斷淫威之下。

同樣地，很多國家的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提高了，窮困以及連帶的犯罪問題隨之大量減少。有些國家甚至設置了具規模的社會福利制度。台灣的例子在這方面極具代表性：我們的國民所得已經達到美金一萬四千元，比歐盟當中較不富裕的國家還高，而且我們的社會福利也越來越好，在全民健保和退休方面已經可以和歐洲的制度相提並論。

儘管還有很多例外，亞洲整體上的教育水準也提高了，這表示亞洲人在生產、發明、創造方面的能力，都比以前更高。亞洲主要的大學和高等研究機構，即使不算日本的，素質也非常好。西方的優勢主要是在科技發展和研究能力方面，雖然它目前在這些方面仍保持領先，但觀察家認為這個領先的距離正逐步縮短，未來亞洲將越來越不需要仰賴歐洲的科技。

即使在藝術的領域裡，亞洲也不再滿足於忠實模仿西方的表達方式。亞洲藝術家正在嚐試發明屬於自己的美學體系和藝術形式。台灣藝術家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近年來專門走創作路線的人數並有大幅增長的趨勢。舉一個我個人很重視的案子為例，我們去年在台北成功地製作了一個前所未見的表演節目，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創作的劇本「八月雪」為基礎，創作了一個融合西方歌劇與傳統京劇的嶄新舞台劇，並由高先生親自執導，請一位中國旅法音樂家作曲，由台灣的歌者與舞者演出。這個作品近期內也將於馬賽演出。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亞洲人在歐洲壓倒性的入侵下，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信心，相形見絀之下產生了「自卑情節」。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就有中國知識份子主張摒棄固有文化的基本價值，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包袱阻礙了進步，使中國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而走向沒落。

近年來亞洲社會的長足進步改變了亞洲人對自己的看法，我們肯定了自己的能力，也重拾自信與自尊。現在亞洲人並開始懷疑西方的優越性，尤其是在社會組織和更深刻的「價值觀」等方面。

某些亞洲國家的領袖，如曾任新加坡總理多年的李光耀先生，認為歐洲社會強調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只有一小部份適用於全人類，所以其他國家在參考西方模式的時候，要採取謹慎保留的態度。依照李先生的觀點，我們反而應該繼續維繫更適合我們的「亞洲價值」體系，在道德觀念上不向西方價值讓步。這個理論遭到很多批評，但也有支持者如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無論如何，這都顯示了亞洲菁英份子思想上的重要變化。他們不再不假思索地對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照單全收，而是憑自由意志來做判斷。儘管亞洲所有真正的民主人士都支持前韓國總統兼人權運動者金大中對李光耀的反駁，他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提倡人類共通價值觀念的文章。

同樣地，我們也會對西方社會的某些現象提出批評，有時還是相當針鋒相對的批評。例如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強調的個人主義過度放縱，曲解了自由的真意。還有歐洲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僅和經濟的活力互相牴觸，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會對道德精神造成不良的影響。亞洲人一般認為如果社會政策超越某種限度，會動搖我們一向重視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個人應負的責任、進取心和工作者的尊嚴。

很多人也質疑所謂「基本人權」的概念，其定義事實上十分含糊，歐洲人也總是取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來解釋，背後似乎總有某種意圖。作為台灣人，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歐洲人會繼續利用國家至上、務實政策等藉口，來迴避與他們口口聲聲說的人權、國際法互相矛盾之處。我們知道世界衛生組織違背了它自己的憲章，在我們受到像2003年的SARS這樣嚴重的傳染病威脅時，都被迫不得向我們提供援助。還有我們也不能舉行公民投票，要求中國不要再用幾百顆飛彈日夜對著我們。

結論

今天亞洲的興起已是老生常談，正如歐洲的沒落一樣。媒體反覆地說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亞洲將在相當短的期限內，成為世界上經濟能力最龐大、知識能力最活躍、發明能力最高的地區。

我認為這種說法只有部分正確，大家都覺得以亞洲的各種條件，尤其是人力資源的充沛，必定能創造出更輝煌的未來。我也相信歐洲已經永遠地失去了昔日長期佔有的霸主寶座。以往它所代表的典範，在幫助我們建立自己的未來觀上曾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卻被時代所淘汰了。今日的亞洲已經不需要他人的扶植。

但實際情形卻沒有這麼簡單。首先，要使這些樂觀的預言成真，亞洲人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許多亞洲國家還處於未開發的落後階段，還有台灣的處境或北韓的問題，都是可能引發衝突的導火線，一旦衝突發生，地區的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會遭受打擊。可以說亞洲正處於一個過渡、變化的敏感階段，例如在政治、社會的層面上，要達到穩固的平衡點還言之過早。西方的民主政治似乎是可以長治久安，不會輕易動搖的﹔而亞洲大部分的政權卻仍處於過渡時期，各國國內反對的聲浪仍高，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動亂。尤其是在很多國家，少數民族的敏感問題並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方式。此外，經濟的迅速發展必定會衍生棘手的社會問題，中國的情況就是很明顯的例證，而且我認為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最後，所謂基本教義派宗教狂熱勢力的出現與竄升，也不免令人憂心忡忡。

另一方面，經常被提出的「西方的沒落」觀點，雖然現在可能已成為事實，卻不是無法挽回的頹勢。最近幾個月我很注意巴夫赫先生所著有關法國的衰落一書，在法國知識界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大部分參與激辯的知識份子都同意作者的推斷，但我認為這種知識份子的覺醒有益無害。識別病因才能夠對症下藥，歐洲人既然意識到他們普遍陷入糜爛的嚴重問題，就有可能改變未來演進的路線。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雖然這只是個普通的發現，但是世界真的越來越不確定，一方面富有各種潛力，同時卻也暗藏禍端。未來決定於我們在人與人相處的關係上，順守中庸、運用智慧的能力。武斷的國族主義、帝國主義、衝突、對峙關係會不斷地誘人沉淪，使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預言的「文化衝突」很有可能發生，但我個人誠摯希望我們能走向《文化對話》《dialogue des cultures》的康莊大道。

最後，希望各位能夠瞭解，並且以知識份子及各領域領導者的身分傳播宣揚，台灣的奇蹟並不僅僅在經濟方面。近十五年來，台灣的領土上已經綻開了真正民主的花朵，台灣的民主社會與在座各位擁有同樣的價值觀，真心為維護人權而奮鬥。2004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兩百萬台灣人民手牽著手、心連著心，沿著台灣的西海岸線，用愛與希望圍成了一條長五百公里的「人鍊」，告別悲情，向中國的武力威嚇說「不！」我們希望，歐洲不應該漠視這些努力，為了自身的利益，歐洲應該對我國採取所有民主國家之間團結互助的態度，而不是為了一些商業利益，為短視的務實政策所引誘。

（三）出席貴賓名單

	姓名
	職稱

	M. Pierre MESSMER
	法蘭西翰林院院長

	M. Michel ALBERT
	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主席

	M. Jean TULARD
	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副主席

	M. Jean CLUZEL
	法蘭西翰林院道德政治學院終身秘書

	Mme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Bernard BOURGEOIS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Roland DRAGO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Bernard d’ESPAGNAT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Lucien ISRAEL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Jean MESNARD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Bertrand Saint-SERNIN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Jean-Marie ZEMB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François CHENG（程抱一先生）
	法蘭西翰林院院士

	M. GAO Xing-Jian（高行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M. Patrice MARTINET
	巴黎夏日藝術節總監

	M. Michel CASERTA
	馬恩河谷舞蹈節總監

	M. Robert DESBIENS
	巴黎外國文化中心論壇主席

加拿大文化中心主任

	M. Kendal NEZAN
	庫德族文化中心主席

	MLLE Tanty EDAURA ABDULLAH
	馬來西亞大使館二等秘書

	Mme Christile DRULHE
	法國外交部亞太司負責台灣事務科長

	Mme Aida MOURADIAN
	法國鋼琴家

音樂學院教授

	M. Dominique MERLET
	法國音樂家

	M. Gerard AKOKA
	法國音樂家

前台灣國家交響樂團指揮

	Mme Sylvaine BILLIER
	法國音樂家

前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教授

	M. Robert FOUCHET
	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主任
艾克斯音樂協會主席

	Mme Lucie RAULT-LEYSAY
	法國人類博物館館研究員

	M. Dominique THINOT
	巴黎高等裝飾藝術學院教授

巴黎洗衣船藝術協會主席

	M. Jean-Pierre CABESTAN
	前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

	Mme Yolaine ESCANDE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

	Mme Sylvie PASQUET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

	M. Alain BROSSAT
	巴黎第八大學教授

	M. Alain LOMBARD
	法國「中國文化年」總策展人

	蕭梅杏
	旅法僑社「台灣人會」會長

	黃行德
	旅法「臺灣商會」會長

	蔡國泰
	僑務委員

	陳勝又
	旅法僑社「台灣協會」會長

	邵榮仁
	旅法僑社「榮光聯誼會」會長

	楊年熙
	歐洲日報記者

	羅苑韶
	中央社駐法國特派員

	蔡筱穎
	中國時報駐法國特派員

	莊慧妮
	宏觀電視駐法國記者

	葉曉芍
	中廣駐法國記者

	楊承達
	駐法代表處副代表

	田永康
	駐法代表處新聞組組長

	彭清次
	駐法代表處科技組組長

	沈耀文
	駐法代表處軍協組組長

	劉台生
	駐法代表處資料組組長


二、修維洞窟La Grotte Chauvet

（一）地理概況

一億三千萬至一億年前，法國中央山脈是座突出的島嶼，環繞四周的淺海，便是今日的阿爾代什地區，甲殼、珊瑚、及其他的化石沈積物，形成一層次豐厚的沈澱區塊。甫自第三紀時期，阿爾代什河蜿蜒曲折，經年累月蝕刻這區塊，拱谷（Combe d’Arc）便位於其中一河道彎路口；緊接著下一個彎口，即今日拱橋（Pont d’Arc）所在地。第四紀時期（2百萬年前），河水滲透沈澱物區塊，地下洞穴於焉生成。史前人類造訪包括修維洞窟在內的鄰近洞穴，留下走過的痕跡，成為今日牆上的壁飾。

舊石器時代後期此一地區的氣候，溫帶及寒帶交替，目前屬於寒帶氣候。特色是乾曠的大草原，河谷及河岸遍佈灌木林。洞穴內雕刻的動物，時至今日仍存活此區，此外，並有狐狸、野兔、狼等小型哺乳類動物。

（二）洞窟藝術

比起拉斯科（Lascaux）洞窟裡有2萬年歷史的圖畫，或是西班牙阿爾塔米拉（Altamira）洞窟內1萬7000年前的創作，阿德什藝術並未引起媒體的重視；但1994年修維洞窟的發現卻使情況逆轉。修維洞窟的第一批照片就讓專家和社會大眾同樣著迷。幾十年來，學者一向認為藝術是經歷一個個漫長的階段，才從原始粗拙的塗鴉演變成生動自然的描繪。照理來說，修維洞窟中那些傑作展現出細微的明暗變化、透視法的靈巧運用和優美的線條，應該是這種演化歷程的顛峰之作。然而，放射性碳定年的結果卻教史前學家大為震驚。修維洞窟中的圖像比那些較出名的洞窟中所繪，時間上早了將近一倍，因此並非史前藝術的終極之作，而是目前所知史前藝術的濫觴。具有現代人體格的人類在歐洲出現幾千年後，洞窟畫的發展就已經完全成熟。
跟其他歐洲舊石器時代的洞窟一樣，修維洞窟裏充滿對動物（有犀牛、貓、熊、貓頭鷹與長毛象）的描繪，然而，對人類的描繪卻十分罕見。冰川時期的歐洲人既然有能力這麼自然生動地畫出身邊的野獸，顯然也有能力描繪自己。人類圖像會如此罕見，必定是他們特意選擇這麼做的。

部分學者認為，洞窟中的裝飾純粹出於藝術創作慾望，應被視作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畫作。然而其他學者則認為，從畫作的主題看來，洞中圖像是為某種魔法儀式而作，祈求狩獵有獲或增強生育力。也有岩畫專家聲稱，這些圖畫和石刻與薩滿教有直接關係，薩滿（巫師）進入迷幻的入神狀態之後，會在洞壁上描繪所見神靈。還有一些人相信，冰川時期藝術家精確描繪動物皮毛是為了紀錄季節變化。
（三）重要性

修維洞窟的發現，是考古學界的一大震撼！首先，洞窟內畫有犀牛、獅子、熊等猛獸，與其他洞窟藝術大相逕庭。舊石器時代洞窟內人類描繪的動物，即便比例失衡，仍舊是居民住所附近、狩獵賴以維生的物種；而修維洞窟內的動物畫，猛獸（包括長毛象）卻佔了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實屬不尋常。再者，描繪動物的技巧也令人讚嘆，尤其是明暗變化及透視法的運用，細緻的程度絕非一般洞窟藝術能及。

修維洞窟另一項原創性，在於其強刃、充滿原動力的圖像底下，隱約透露出個人創作的美學概念；大量的黑色繪畫彼此神似，它們若非出自單一藝術創作大師之手，便是由師傅帶領門徒，如此方能延續同樣的技法及繪圖傳統。

此外，修維洞窟所在的阿爾代什省地區，向來為考古學家們所忽視。Périgord-Quercy地區、庇里牛斯山、西班牙北部Cantabrian山區沿岸，多年來始終是洞窟藝術的大宗，阿爾代什的地位，等同於義大利、西班牙南部、Meseta這些零星分佈的散據點。修維洞窟的發現，是考古學家的一大振奮！歷史的綿長進程中，人類目前所知的，畢竟只是滄海一粟，事實上，有更多的未知等待我們去發掘、去探索，而阿爾代什地區，隨著修維洞窟的發現，對於洞窟藝術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而洞窟裡尚未解開的遺跡及繪畫，等著考古學家慢慢解開謎題。
（4） 保存方法

在發現初期，首先由地區警察在入口處24小時的監控，接著設置堅固的大門與簡單的警報系統，之後安裝全面性的保護系統。

現在，洞窟設置永久的視聽監控設備，被允許進入的人都需要遵循一套嚴格的規定，需要穿著未曾與外界接觸過的特製的衣服與鞋子。另外，在洞窟內亦安裝一套氣溫與生化監控。
三、塞尚畫室簡史
· 1901~1902：根據塞尚的設計圖，於Les Lauves丘陵上興建畫室

· 1902~1906：畫室成為塞尚自稱「開山始祖」之「新藝術」創作地

· 1904：2月，塞尚於畫室接待年輕畫家Emilie Bernard

· 1906：10月22日，於作畫構思時，因收縮性胸膜炎發作而過世

· 1921：為了保存「此一珍貴文明遺產，遺留在牆面、花園中的精神寶藏」，Marcel Provence向塞尚之子收購畫室

· 1925：6月4日，Albert Barnes博士造訪畫室

· 1951：Marcel Provence過世

· 1952：John Rewald及James Lord成立「塞尚紀念委員會」

· 1954：委員會在美國募得資金，向Marcel Provence後代買下畫室所有權，並交由艾克斯－馬賽大學管理；7月8日，畫室正式對外開放參觀

· 1955：瑪麗蓮夢露造訪畫室，並於訪客錄中寫下「真是個美好的參訪」

· 1969：艾克斯－馬賽大學將畫室所有權轉讓給艾克斯普羅旺斯大學

· 時至今日，參觀畫室，彷若亦步亦趨跟隨著塞尚的腳步，重溫他生命中心盪神馳的感動

四、在Arles與Saint-Rémy-de-Provence的梵谷

（一）梵谷紀念館Espace Van Gogh

現今的梵谷紀念館包括：多媒體圖書館、市立檔案庫、文學翻譯學院及Arles大學校區。

梵谷紀念館的前身是天主聖靈廳（Hôtel-Dieu Saint-Esprit），十六世紀時由主教Jean Ferrier提議興建，將鎮上32個慈善機關全部聚集於此，於1573年2月24日動工，旨在收容殘疾病患、遭父母遺棄的幼童、孤兒、以及父母無力撫養的孩童。

天主聖靈廳的建築為一四合院，中庭的花園亦是梵谷1889年畫作的主題。該廳接待病患孤幼直到1974年，最後一組醫護人員直到1986年才撤離，爾後，此地徹頭徹尾改裝成文化場所。

多媒體圖書館

此圖書館是Arles市公眾閱讀的總樞紐，管轄範圍包括Barriol、Griffeuille、Trébon、Raphèle等四區，於1989年接替位於前主教宮的市立圖書館，正式進駐梵谷紀念館的北翼。梵谷紀念館十六、十七世紀的老建築原本就遠近馳名，在Denis Froidevaux與Jean-Louis Tetrel的改建配置下，儉樸嚴肅的外觀變得明亮怡人，吸引造訪的閱聽眾駐足流連。

改建的過程讓天主聖靈廳整個脫胎換骨，除了市立圖書館舊有的豐富藏書及2000份珍貴的古代手抄本，更擴充了藝術館、音樂館（超過14000張CD）、影像館（超過6000部影片）。多媒體圖書館的落成，的確網羅眾多不同領域的閱聽眾，大幅擴展圖書館的觀眾群。

此外，管理系統的資訊化也是一大改革，不僅讓使用及借閱更加便利，更提供文獻資料的線上搜尋，並與全法國的古蹟資料系統結合，如今已有1400萬筆資料！本著此一精神，多媒體圖書館繼續擴充資料庫，強化資訊的普遍，同時顧及多樣化的收藏及免付費服務，將蹴手可及的文化之美散佈到每一個角落。

市立檔案庫

Arles市立檔案庫的存檔數量龐大、歷史悠久、保存狀況良好且齊全，是法國南部最重要的檔案庫之一，收藏中世紀至今的教區輪替、市政變化、市級商議及會議記錄、地價檔案、出納記錄等資料。這些資料以往收藏於市政廳一間特意用來存檔的廳室，最知名的文獻包括：兩份明訂私有財產合法化的紀錄、Arles市政資料、總督任期章法（又稱黑書，由黑色膠黏成，十四世紀文獻）、1210年間的教堂契據文件、十四世紀耶路撒冷Saint-Jean修士們的諭令錄、63封路易十四發給Arles總督的詔書、更有從十六到二十世紀繪製的500份地圖，描繪Arles的市鎮、土地、建築及遺跡。市立檔案庫於1989年移址至梵谷紀念館。
梵谷在天主聖靈廳

梵谷原住在拉瑪汀廣場（Place Lamartine）的黃色之屋（Maison Jaune），好友高更前來造訪，兩人卻爭執失和，割下耳朵的梵谷引起居民軒然大波，1888年住進天主聖靈廳。隔年春天，梵谷的心理狀況仍不穩定，鄰居聯名請願，他被迫再度住進天主聖靈廳，接受醫師Félix Rey的照護。同年5月他離開Arles，前往Saint-Rémy-de-Provence近郊的Saint-Paul-de-Mausole療養院。1890年5月，意志頹喪的他北上到巴黎近郊的奧維（Auvers-sur-Oise），兩個月後自殺。

梵谷在Arles的畫作，有「黃色之屋La maison jaune」、「高更的扶手椅／梵谷的椅子La fauteuil de Gauguin/ La chaise de Vincent」、「夜間咖啡廳Le café de la nuit」、「咖啡店，夜幕，Arles的市集廣場Le café, le soir, place du forum à Arles」、「Arles診療中心的花園Le jardin de la maison de santé à Arles」、「隆格瓦橋Le pont Langlois」、「向日葵Les tournesols」等多幅有名的鉅作。
（二）梵谷在Saint-Rémy de Provence的Saint-Paul de Mausole療養院

在牧師朋友Frédéric Salles陪同下，梵谷於1889年5月8日來到療養院。靜謐幽雅的環境，梵谷常常自己關在小房間裡，從早到晚不停歇地作畫：「我像中邪一樣地工作，從來沒有過這般震耳欲聾的工作狂熱，如此一來，我相信自己能夠慢慢康復。」透過房間的小窗戶，療養院的花園、一草一木、尤其是柏樹，深深吸引梵谷的目光與畫筆。「我希望像捕捉向日葵一樣地描繪柏樹，然而一到畫紙上，它們卻更加難以捉摸；柏樹是金黃色田地裡突兀的黑點，最是有趣，卻最難準確呈現……」

除了療養院的花園，梵谷也將眼光放遠到鄰近的田園，「封閉的田園」Le champ clôturé展現了他超越藩籬的渴望；「麗春花田」Le champ aux coquelicots則是他偶爾獲准外出寫生的傑作，向他所景仰的莫內作致敬。

1889年6月至9月間，梵谷迷上了麥田裡收割者的身影，連續繪下數幅畫作。寫給里奧的信裡他提到：「收割者像惡魔、像死神，埋頭苦幹不停息，被割下的麥宛如消逝的人性，這樣的死亡並不傷悲，陽光淹沒了麥田，直到世界的盡頭都是金黃……這樣的死亡是大自然傳授與我們的學識，微笑以對……」

療養院花園裡的鳶尾花，激發了梵谷最美麗的畫作，莫內也不禁激賞道：「一位畫家怎麼可能如此溺愛花朵、溺愛光與影的變化、卻過著慘澹人生？」

普羅旺斯的柏樹，強勁的西北風，造就了「星夜La nuit étoilée」這幅聖經壁畫般的畫作：天啟式的末日、淹沒的靈魂、也預言著梵谷轟轟烈烈的死亡！狂潮席捲了自然，教堂屋舍卻兀自安詳，畫中的小鎮究竟為何？時至今日依舊是個謎。

五、拉維列特園區Parc de la Villette
（一）歷史簡介
拉維列特園區(La Villette)位於巴黎第十九區，隸屬於塞納‧聖丹尼省(Seine-Saint-Denis)，1867年在拿破崙三世命令下建蓋成屠宰場，是販夫走卒集散地。八０年代的巴黎城市，由於快速發展與人口的擴增，政府在緊密而慎重的考量下，於1974年將屠宰場關閉，並決定將其改建成一座科學博物工業館，當時的計畫中，已提及公園及音樂設施的構想，不過只將其當作為博物館周遭的潛在發展。一直到1982年，密特朗總統重新評估此計畫時，才將整體拉維列特計畫予以真正定案。新計畫的宗旨，除了保留原有計畫為指導原則，使其各個提案更為相互妥協，成為一整體開發案之外，並進一步地，將其方案落實為可執行的公共建築工程。其中包含：科學博物館改為科學工業城計畫、舊屠宰市場屋朋架改建成為展覽場、整體的公園規畫、音樂城計畫（包含音樂博物館與音樂學院兩部份）與充氣式表演劇場等。 

（二）建築理念

本案由伯納‧叔米(Bernard Tschumi)擔任建築師，重新開發本區之荒地，以恢復公園做為聚會與活動的場所，並提昇市民對於藝術與科學的興趣。如今拉維列特已脫胎換骨成為綜合自然、建築、娛樂與文化的獨特園區。園區腹地約55公頃，基地內有烏克河渠與聖單尼河渠貫穿與交會，將基地均等的分為南北兩個部份，北側為工業城部份，配置有佔地約三公頃、高三十公尺、長方形量體的科學工業中心，與一特殊玻璃圓球象徵的立體電影院，南側則為舊屠宰市場改建而成的展覽場地，以及音樂城所組合。南北兩側的建築物，緊密的與拉維列特公園結合在一起。此地擁有巴黎最遼闊的綠地，園區的功能包含展覽、表演、研討會，儼然為文化民主之實驗室，讓藝術與社會在此相互對話交流。

叔米出生於瑞士，在瑞士本國接受建築基礎教育，並於1969年，畢業於國家專科學校（ETH），經過兩年倫敦建築學會的教書經歷之後，於1987年取得建築師資格，設有辦公室於紐約和巴黎。最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極力邀約下，聘為建築學院的院長，致力於計畫和保存方面的教學。叔米不論在國際上的競圖，或是學術上出版的刊物，都有著極大的成就。使之成為今日最獨特、也最具冒險的建築師。

叔米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公園觀念有著極大的轉變，公園已無法與城市分離，而必須變為城市景觀的一部份，作為一個當代的公園，必須是一個活動的場所，其功能不能只是像18世紀或19世紀的公園一樣，只提供休息或娛樂的行為。』因此，設計者希望可接納不同層次、各種年齡、甚至各種文化的大眾需求，為了提供此一彈性，各種機能設施的運用，以及不同性質設施之間的動線，將是此案的重要關鍵。
為了實現上述當代公園的夢想，叔米在此主張公園可將其視為一龐大的建築工程，雖然是不連續的建築體，不過具有統一的建築結構，能促使公園內部意象上的結合。承及上述的想法，叔米提出了一套解決方案，擬利用整個公園敷地，作『點、線、面』三者的抽象概念整合。採取的策略為：將公園利用『點』的元素，每隔120公尺分隔開後，在『點與點』之間，產生一像走廊般的『線性』元素，使之互相串連，此一元素可發展成為動線機能，連結南北兩側與各建築量體之間的路徑（工業城、展覽場地、與音樂城）。除了點與線之外，另外還有此二者相交所構成的『面』，在此叔米將它處理為一些開放空間的形式，所以整個公園的規畫構想，將為『點、線、面』三者之抽象概念所構成。 

其建築手法為：
『點』的構成：

與其他公園最大的不同是，在廣大的遊戲區域中，叔米設計了30個看起來似乎不具有實質功能的構造物，這些設計者稱之為”follies”的東西，在公園中每隔120公尺就出現一個，他們具有共同的特徵是：都是以紅色金屬為材的構成物。每個”follies”基本上都是以邊長為10公尺的立方構成體。希望運用重複性的手法，使公園具有一個明確性的記號，產生辨認的認同感。 

『線』的構成： 

在廣大敷地『點』的垂直座標系統中，有著二條常約900公尺，附有頂蓋式通道的『線性』元素，貫穿整個公園。在機能上，使人們在任何天氣下，都提供穿越的功能。在都市方面，這兩條通道分別聯繫了拉維列特城門與龐旦城門，以及巴黎中心與市郊的活動行為。在意象方面，此通道不僅在空間上貫穿，並且在時間上也象徵著，從過去由Janvier在1863年所設計，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巨大面積的牛隻屠宰場，到現在經由建築師Reichen &Robert的保存再利用，轉而變成一個可供展覽功能的展覽廳。 

『面』的構成： 

在『點與線』的垂直座標系統之間，在此叔米將它處理為一些開放空間的形式，為接納各式各樣的活動，其中包括有數十個小的主題花園，（水的花園，植物的花園，教育主題的花園……等等）每個主題花園可提供不同形式的活動行為產生。 

除了『點、線、面』三者的構成，知名設計師飛利浦‧史塔克(Philip Starck)為拉維列特公園設計的椅子，亦是園區內極為顯眼的標記。這些椅子以單點承軸輕觸地面，用一片脊板立起，它的摺疊和曲線軟化了嚴肅的平面。看似不經意的放在哪兒，其實都經過精心的刻意安排，一群群椅子有如被風吹過，轉向彼此互相聊天，饒富趣味。

（三）園區鳥瞰

1. 園區佔地55公頃，草地有8萬平方公尺，有26棟奇想建築(folies)，步道總長3公里，跨越十座主題公園。有個160項個別與集體玩具項目的兒童遊樂區，有35公里長之水道與地下長廊，每年露天場地及活動場地接待的民眾超過四百萬人。

目前園區內主要之文化設施計有巴黎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科學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大廳(Grande Halle)、法語國際劇院(Théâtre international de langue française)、拉維列特巴黎劇院((Théâtre Paris-Villette)、頂點中心(Zénith)音樂廳、狂野小劇場(Cabaret Sauvage)、塔班托(Trabento)音樂廳、全天幕電影院(Géode)。
2. 豐富的文化活動

多元化的活動策劃包含了展覽、爵士、電影、世界音樂、劇場、舞蹈、馬戲團、偶戲等等。其中在大廳進行的展覽活動，為群眾創造了精彩的空間配置，並時常採取互動式展覽形式。馬戲團的活動旨在復興大眾藝術，並開放融合戲劇與舞蹈等表演形式。

園區內各種嘉年華會舉辦，目的在於透過音樂、戲劇、電影及舞蹈的形式認識各國或各地的不同文化風貌，主要的嘉年華活動有四種：

（1） 自由拉維列特節(Latitude Villette)：於春天舉辦，大廳將改裝迎接某一國或某一洲的文化，透過音樂會、電影、表演、展覽、商場、研討會等形式讓民眾神遊異地。
（2） 拉維列特爵士樂嘉年華會：從1988年起，拉維列特園區與音樂城合辦之爵士樂嘉年華會已成為舉世聞名之盛會，每年夏天約有三百名音樂家共襄盛舉，提供五十場以上的音樂饗宴。
（3） 露天電影節：自1989年開幕。每年皆有上千名觀眾悠閒徜徉在草地上享受星空與電影的交會。電影節每年以不同主題來開展，並放映四十到五十部相關影片。民眾可自由選擇闔家前來觀賞，或是呼朋引伴同時共享野餐，甚至利用這絕妙的場地進行慶生活動。
（4） 交會性活動--都市文化與新式創始藝術：園區成功舉辦了以hip-hop為主題之「全國性城市舞蹈交會活動」，並進一步開發「都市文化交會活動」，廣納各種領域的創新藝術表達形式，並且將活動推廣至國際性範。
（四）重要開發階段
自1980年開工以來至2000年為止，該園區主要開發階段如下：
＊1984年1月：頂點中心(Zénith)開幕
＊1985年1月：大廳(Grande Halle)開幕
＊1985年5月：全天幕電影院(Géode)開幕
＊1986年3月：科學工業城(La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開幕
＊1987年10月：拉維列特園區首座公園開幕
＊1990年12月：國立巴黎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P)開幕
＊1995年1月音樂城(La cité de la musique)與音樂廳開幕
＊1997年7月音樂博物館(Musée de la Musique)開幕
（五）叔米的主題公園

拉維列特園區內部除了音樂城之外，亦包26座奇想建築、國立自然科技博物館、文化公園、科學工業城、音樂聽、全天幕電影院、遊樂場及步道長廊。其中十座主題公園更是園區特色所在。這一系列主題通原乃是應設計師叔米要求，將藝術與自然融入公園造景之內：

1.鏡園(Jardin des miroirs)

28座混凝石鏡夾雜在歐洲赤松與槭樹間，穿越南北長廊時僅能看到成片的背景，然而步行至鏡園盡頭時，轉身卻能見到鏡中反射出夢幻一般的景象。該鏡園座落於大廳的西方。

2.沙丘園(Jardin des Dunes)

沙丘園裡設有風動腳踏車、活動式簾牆、船殼、氣墊浪潮等裝置，邀請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前來玩耍，喚起假期的回憶。

3.葡萄園(Jardin de la Treille)

葡萄園裡八層平台上共有九十座小型噴泉。最高層欄杆上放置七座Jean-Max Albert的銅製雕像，凌駕全園，這些「瞄準器」每一座都鎖定了某個特定的取景角度。

4.竹園(Jardin des Bambous)

一條溢流著涓細瀑布之階梯沿著竹園下降，座落之處低於公園六公尺。葉茂成蔭，使樹身忽暗忽明。

5.鋼絲園(Jardin des Voltiges)

在鋼絲園提供許多平衡遊戲，以及悄悄話劇場：兩處圓頂屋提供雙方進行遠距低聲對話。

6.島園(Jardin des Iles)

要到達島園必須跨越Ourcq 運河，園裡小丘之間鋪設大理石走道，園中心有一精緻水簾覆蓋於花崗石板上，反射出舞動的葉影。

7.平衡公園(Jardin des Equilibres)

在平衡公園裡變化多端的顏色面前如何能夠避免暈頭轉向呢？平衡公園裡同時放置了巨型鐵製風箏，如林間之大鵬。

8.童年驚悚園(Jardin des Frayeurs enfantines)

童年驚悚園將喚起步行者久遠的童年記憶 : 穿越神秘的藍色雲杉林，或是穿越詭異聲響充斥的樺樹林。

9.龍園(Jardin du Dragon)

長達八十公尺的龍型滑梯是兒童的巨型玩具，但不時會見到成人於其中共享滑溜的樂趣。

10.影園(Jardin des Ombres)

最後一個影園位於頂點中心的入口，如同棋盤一般的光影黑白相間，隨機變化，日夜皆適宜造訪！

（六）園區活動規劃

1. 拉維列特園區之使命

從1993年開創以來，拉維列特園區以實踐市區文化公園的概念為宗旨，並且以開放性與實驗性為公園建設之原則：

--除去藩籬、不設邊界、日落以後不打烊（關門）

--空間規劃上力求變化

--提供多元性文化

--娛樂及文化活動的多樣性

--接待多元化的公眾

循此原則，拉維列特園區兼具兩項使命：

（1） 園區的維護與安全：為了讓遊客享有最大的自由度，園區的維護與安全同時納入規劃考量之中，並遵守多元化用途之原則。此外，任何團體及活動皆不得佔有園區，以讓所有進入園區的遊客、年輕人、家庭、參觀展覽或表演的民眾擁有賓至如歸之感。
（2） 多元性的文化規劃：園區規劃結合了藝術、文化與社會：
a. 大眾藝術之更新：以現代形式詮釋大眾藝術，如馬戲團、小酒館、街頭藝術、戲院及偶戲。

b. 新式藝術之復興：如Hip Hop (舞蹈、饒舌歌、Tag , Slam等等)。

c. 社會問題之關注，特別是透過展覽的形式，如戰爭、社會不滿、環境等等。

d. 透過作品與作者讓民眾瞭解不同的文化，如造形藝術、音樂、劇場等等。

2.拉維列特園區之文化民主精神

為達到讓多數民眾接近文化之目標，拉維列特園區成唯一處獨特的實驗場所，將文化空間開放給習於在露天場地出沒，卻不習慣進入文化場所的民眾。園區的建築概念及活動規劃，便是為了拆除阻隔民眾接近文化之障礙，無論是有形之障礙、象徵性障礙，或是經費上的障礙。

如何透過建築來達成文化民主之理念呢？一方面，讓建築設計與當地歷史關連起來，令民眾產生親切感。比如大廳的設計便具有此象徵意義：大廳翻新的原則雖然簡單，卻相當具有效益。透明的設計不但延續大廳之外的景致，並銜接大廳內部之使用，使內外空間和諧轉換。多處入口的設計，加上大廳外觀及大門寬敞的格局，皆是為了連結公園裡的生活及大廳內的文化活動。，多樣化的活動規劃亦使得廳內氣氛五花八門，使文化「去神聖化」。另一方面，藉由建立此原創性且不具藩籬的市區公園，民眾得以擁有高度的自由使用權。開放性的園區整合了自然和建築裝置，並結合娛樂與文化活動、延續城市生活。

如何藉由這些空間讓習於出沒露天場地的公眾與習於參與文化活動的民眾彼此產生關連呢？首先便是在露天場所裡舉辦活動，露天派對及露天電影院便是最好的例子：高品質的活動規劃、免費入場、加上對世界各國的音樂及電影保持開放性的態度，這些都是園區活動成功的關鍵因素。其次，透過規劃，使得園區內外空間得以連成一氣。例如「拉維列特爵士嘉年華會」的舉辦，即兌現了露天音樂會的概念；或是舉辦免費及低價的音樂會讓民眾廣為參與。展覽方面，每個月第一個禮拜天開放民眾免費參觀的策略，便是為了吸引廣大群眾前來。最後，對於經常造訪公園的年輕族群，園區也針對這些年輕人的文化進行規劃與認同。如「都市文化交會活動」，便首次吸引了大批來自巴黎郊區或其他法國都市的弱勢年輕族群前來參與。為了評估文化民主政策落實的成果，拉維列特園區從創立以來，便已針對公眾進行系統性調查。這項研究不但可做為活動效益之評估，也能夠協助開發新的實驗方案。
（七）園區內兩劇場

1.巴黎－拉維列特劇場（Théâtre Paris-Villette）
該劇場隸屬巴黎市政府，是一市立劇場。劇場將自身定位在：法國當代創作的展演櫥窗、年輕藝術工作者的發展跳板。劇場現址為一棟建於1868年新古典風格的建築內，當拉維列特屠宰場運作期間，這裡是皮材交易所。1970年代，這裡改為「現在劇場」(le Théâtre Présent)。1985年，劇場被納入拉維列特園區整體發展計畫中，成為今日的巴黎─拉維列特劇場。劇場坐落在巴黎第十九區，與社區間維持著密切互動。

2.法語國際劇場（Théâtre International de Langue Française）
簡稱TILF的法語國際劇場，可容納160人，由加布爾‧佳弘(Gabriel Garran)於1985年所創立，著重於提供一個法語演出的舞台，展現世界各地法語創作的各種風貌。劇場成立之初並沒有固定的表演空間，龐畢度中心、夏悠劇場、MC 93、暴風雨劇場(Théâtre de la Tempête)或國內外的藝術季活動等，都曾是劇團演出的舞台。1993年，被認定為國家資產，該劇場開始落腳在拉維列特園區中的夏侯萊廳(le Pavillon du Charolais)中，該處原為屠宰市場的酒吧。

六、Zénith音樂廳
Zénith音樂廳由Philippe CHAIX及Jean-Paul MOREL於1893年聯手打造，是新一代音樂廳的領航者，結合舒適與安全，考量觀眾能見性，並提供絕佳的音響效果。表演廳（可容納5830個座位）計兩層樓，可沿階梯擴散置放座椅，亦可當作開放空間，結構為正方形，舞台與座位距離最遠不超過50公尺，地面層完全擺脫技術上的限制，可隨使用需要而調整。

Zénith音樂廳於1984年1月12日落成，是拉維列特公園第一座對公眾開放的設施。1981年建設計畫之初，巴黎缺少一座專供搖滾流行音樂的大型表演場地，當時的文化部長Jack LANG於焉欽點執行。

Zénith的概念

甫自建構緣由以至於理念完工，Zénith純粹為了搖滾流行音樂的廣大樂迷。建築師Philippe CHAIX及Jean-Paul MOREL，在Daniel COLLING（Bourges春天表演節創辦人及主席）及Daniel KERAVEC兩位表演界專家的輔助下，Zénith的建築概念油然而生：金屬屋架構成輕盈的外型，覆以銀色天棚，用紅線劃分區塊，再添加藍色標示，整個外觀彷彿飛機降落的跑道；內部則是百分百為演唱會設計，可調整式的舞台，寬闊的觀眾席可容納6400人次，並格外留意舞台裝置、音響效果、能見度、觀眾疏散等問題。

從音樂出發的多樣性

1984年1月17日，Renaud為Zénith獻上落成以來的演唱會處女秀，接著，所有家喻戶曉的法國樂手陸續登台，Zénith亦成為英美藝人歐洲巡迴演唱的巴黎新據點。此外，更有專為孩童設計的表演、體育表演、企業聯歡晚會等等，將觸角延伸到更廣泛的觀眾群。十六年來，Zénith演出節目計2000場，吸引一千萬人次共襄盛舉，是大型音樂表演的旗艦型場地，更在法國各地開拓分支，共計有八座Zénith音樂廳。

自主性管理

Zénith音樂廳為國有公共場地，建造經費由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籌措，目前由SCET（Société centrale d'équipement du territoire場地設備中央管理局）分支下的Zénigestion全權管理場地租借事宜。

音樂飛行

許多年前，拉維列特舊屠宰場的草料堆頂端，曾懸吊一架飛機；如今屠宰場不再，飛機卻被保留下來，在Bernard TSCHUMI異想天開之下改建為票亭，成為Zénith最顯著的地標，邀請普羅大眾共赴一場心盪神馳的音樂飛行。

《Zénith音樂廳技術資料》


場地容量： 

最大容量：立位6293人次

最大容量：座位5783人次

一般容量：立位3959人次

一般容量：座位3740人次

小型容量：立位2466人次

小型容量：座位202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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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面積（扣除舞台）：

最大表面積：1225平方公尺  

長度：35公尺

深度：35公尺

外加標準舞台：805平方公尺

標準舞台：

表面積：322平方公尺

對外長度：26.4公尺

深度：12.2公尺

高度：1.6公尺

標準尺寸：2.4公尺乘以1.2公尺   

（可另外訂作其他尺寸之舞台）

技術性天花板之高度：13.5公尺（位於舞台上方11.9公尺）

技術性走道：直線距離共計810公尺

平台追蹤性投影機：11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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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舞台設備之懸掛

舞台上方：20公噸

舞台周邊：15公噸

電功率：

場地照明：600安培／400千瓦—安培

音響：150安培／100千瓦—安培

暖氣： 

四架暖氣機，每台功率：500千瓦

屋頂面有16台抽風機負責散氣

包廂： 

六間（其中五間附衛浴及盥洗設備）＋兩間藝人包廂

兩間辦公室

一間育樂室

一間技術室

七、科學工業城La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拉維列特園區內的「科學工業城」是今日歐洲最大的科技博物館，從規劃到成立，歷經十年的努力。1974年拉維列特結束屠宰事業。1977年中，法國總統季斯卡任命建築師泰冶依貝（M. Taillibert）展開對園區建物再運用的考察。報告中，他建議將尚未完工的屠宰場販賣大廳（1973年停工）改建為國立科學技術博物館。同年年底，受委託的巴黎第六大學物理學教授莫里斯‧勒維（Maurice Lévy）提出「科學工業城」的初步規劃。1980年，阿德里安‧范希樂貝（Adrien Fainsilber）受聘為博物館建築師，硬體部分開始動工。1985年5月，勒維教授被任命為科學工業城主任。1986年3月13日哈雷彗星造訪地球，「科學工業城」也特別選定這一天為其開幕日。

在定位上，「科學工業城」一直以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為其發展目標。在內容上，透過多樣的方式，該館希望能讓參觀者充分掌握今日世界之科技發展。在對象上，無論成人或小孩、大眾或專業人士，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有趣的內容、有價值的資源。從開幕至今，參觀人數已超過4千萬人次，平均每年有350萬人造訪，可說是巴黎地區最熱門的文化設施之一。以1998年為例，它的展覽空間有160多萬參觀者，其中有52萬人次參觀「兒童城」（la Cité des enfants），使用多媒體資料室的人次達112萬人，「工藝城」的使用者則有28萬人次，晶球放映空間（la Géode）則有74萬名觀眾。

就建築來說，「科學工業城」的主體是一棟六角造型的建築。在設計理念上，阿德里安強調水、植物、光：主體建築周圍由水環繞；光線透過兩個直徑17公尺的圓頂照亮大廳；三間植物溫室。六角形建築分為三層，重要設施說明於下：
第一層：

探索展覽廳(Les expositions d'Explora)：位於科學工業城建築的核心位置，是主要的展覽空間，有常設展與特展。

天文館(le Planétarium)：以呈現天文現象為主體。位於一個直徑26公尺的圓柱體內，內部裝設直徑21.5公尺的半球形螢幕，有300個座位(絕大多數是可轉動方位的)。外觀的巨幅壁畫是雅克‧莫諾里(Jacques Monory)的作品。

此外，同一樓層還有教授上網、網頁設計的網路世界(Cyber-base)、免費提供健康資訊與接受諮詢健康城(le Cité de la santé)、提供職業資訊、生涯諮詢的職業城(le Cité des métiers)、會議中心(Centre des congrès)、資料豐富的多媒體中心(Médiathèque)。

地面層：
有專門為兒童所設計的兒童城(le Cité des enfants)、兒童多媒體中心(Médiathèque des enfants)，以及一個放映3D立體電影的路易盧米埃電影院（le cinéma en relief Louis-Lumière）。

第二層：
水族館(Aquarium)。

在主體建築之外，另有：

晶球放映空間（la Géode）：位於科學城南側。是一個直徑達36公尺的圓球體，由6433塊三角形不鏽鋼板所構接而成。金屬板反射出周圍的景色，成為「科工城」建築上的極為顯眼的部分。內部是一個電影放映空間，半球形大螢幕具有1千平方公尺，是世界最大的，影片以Omnimax方式投影，讓觀眾有如置身於影像世界中。

模擬駕駛艙（Le Cinaxe）：位於科學城西側。模擬駕駛艙由60組安裝在千斤頂上的座位放映室組成，可傾斜30度，使觀眾感受同飛行員一樣的駕駛情境。

阿爾戈英雄號潛水艇（Sous-marin Argonaute）：阿爾戈英雄號潛艇（Argonaute）建造於1950年代，先後完成10次環遊世界之旅，1989年完成最後一次航程之後，安放在科學城南側，供人參觀。

八、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P
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簡稱CNSMDP）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紀，它的前身是皇家聲樂與唸詞學院（1783年1月3日建校，目的是為歌劇院培養表演人員）與市立音樂學院（1792年創辦，目的是為國家衛隊樂團培養團員）。法國大革命時期執政的國民公會於1795年8月3日正式立法成立音樂學院，取代了上述兩個學校。

當時音樂學院以教授樂器演奏為主，樂器當中也以管樂器為多，再加上少數幾個絃樂器及大鍵琴課程。除了培養演奏人才，音樂院還負責為每一種樂器編撰教材，並為國慶典禮準備節目。

音樂學院歷任校長中，不乏名聞遐邇的作曲家，如謝汝比尼(1822-1842)、佛瑞(1905-1920)。佛瑞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擴大了該院的曲目範圍，更新了教材。1946年，戲劇部門終於脫離了音樂學院，獨自成立國立戲劇學院。音樂學院也更名為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

該院原設於巴黎第九區馬德里路，但因學科及學生不斷增加，場地早已不敷使用。法國總統密特朗於1984年決定興建新校區，將建築工程納入音樂城計劃中，由當時的校長布勒茲(1984-1986)進行籌畫。搬遷工作在陸維耶(1986-1991)校長任內進行，1990年12月7日，CNSMDP在新開闢的拉維列特科學文化園區正式落成啟用。

1980年在里昂創辦了第二所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L），法國政府為此二校的管理增立新法，使其成為法國文化部的附屬機構。

九、專訪內容

（一）Radio Canal Académie
Q：您經常訪法且對法國有深入的了解，想必有特殊的淵源？

A：我與法國的淵源來自於我父親。在我七歲時，家父開始學習法文且他對印象派畫作非常傾心。而我在十六歲時來到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繼續鋼琴演奏之深造，於學習結束時，榮獲音樂院室內樂演奏之首獎。二十七歲回國後即開始我二十幾年來的音樂教學，主要是以教授Fauré、Ravel及Debussy等法國印象派作曲家之音樂曲目，且每年都回法國參加音樂節或探望朋友，因此與法國一直保持密切往來。

Q：您對台灣音樂是否也熟悉？

A：音樂院當時的校長在我回國前問了一個令我省思的問題。你是否了解台灣音樂？而我在1976年回國時，台灣還是處於戒嚴管制狀態，但我已開始陸續收集台灣音樂至今。

Q：歐洲是否遙遠？

A：歐洲目前在亞洲區塊不論是政治、社會或文化等各層面之影響力均愈來愈小，這可說是歐洲對亞洲一種非距離上的遙遠。

Q：歐洲是否「沒落」了？

A：歐洲是穩固地，若我們開始用「沒落」來形容歐洲，我們已開始反省歐洲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是個好現象。

Q：您將二位千金送往美國深造之因？

A：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我個人的經驗，當初我回國時，台灣對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的文憑不知如何認證，在就業上遇到了一些困擾；再者是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因此，為我女兒們在未來就業的路途上較為坦順，我建議她們前往美國繼續音樂方面之深造。但我個人還是以獲得法國文憑感到驕傲。

Q：是否您的演說是對歐洲的呼喚？

A：是的。

Q：可否請您談台法文化基金會？

A：該基金會頒贈之台法文化獎，是給予法國或歐洲人對台灣社會文化有深入之研究或在歐洲推動台灣文化有功之獎勵。非常感謝Pierre Messmer院長對該基金會之支持。個人深信文化可帶來世界和平。

Q：如何選出得獎人？

A：先由台、法雙方各提出候選人進行初審，再依初審後之名單，邀集台法雙邊評審進行決審。

Q：如何在歐洲推廣台灣文化？

A：台灣有很多表演團隊都受邀前來歐洲參加藝術節演出，如：雲門舞集、優劇場及漢唐樂府等，都受到歐洲觀眾熱烈的喜愛。未來法國艾克斯音樂節亦可能邀請台灣音樂家演出。此外，「八月雪」一劇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在馬賽歌劇院演出。

Q：請您談談台灣文化之特色？

A：台灣文化是多元的，有原住民文化、中國文化、日本文化、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文化。台灣地理環境雖小，自然景觀也是很特別的，有高山深海。台灣文化就如同其自然景觀般的特殊，充滿了活力與生命力。

（二）Radio Classique

Q：請說明您的職務。

A：我是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Q：您原本今年二月應法蘭西翰林院之邀請來法頒發台法文化獎並舉行演講，後來因中國總理胡錦濤來訪而被迫取消，您的感覺如何？

A：台灣人民十分地失望，我今天早上在法蘭西翰林院演講的題目是「亞洲人眼中的歐洲」，我討論到以往與現今的觀點之異同。我從小就深深被歐洲文化所吸引，立志將來到歐洲留學，在這二三十年中，亞洲由於經濟起飛，社會快速變遷，歐洲對亞洲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反之，美國文化在亞洲強勢地呈現其主導地位。現在亞洲的年輕人已不再知道馬諦斯與畢卡索等歐洲藝術家，相反地，對美國文化及一些日本文化則較為熟悉。當歐洲對亞洲的影響力逐漸衰弱時，正是亞洲建立自信心與亞洲美學的時刻。

Q：今年在法國是中國年，全法國各地有各種各式中國展演活動，台灣文化如何在這種氛圍裡突顯出來？

A：台灣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其文化的特性非常多元與包容，這是和中國文化最為不同的地方。

Q：陳水扁總統這次勝選連任，您認為在他執政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在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

A：互相尊重是兩岸關係中最基本的一件事，一些眼前無法解決的問題，我相信會在時間裡逐漸找到答案的。

A：您怎麼看待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A：我想說的是，武力的力量是負面與充滿限制的，雙方關係的建立更賴於對他人的尊重，在這個層面上，我相信文化的力量更大。

十、業務簡報會議紀錄
（1） 時間：93年4月6日（星期二）上午11時至12時暨4月7日（星期三）下午6時至8時30分

（2） 地點：駐法代表處會議室暨希爾頓飯店陳主任委員房間

（3） 主席：文建會陳主任委員                         紀錄：楊婷媜

（4） 出席：廖主任仁義、楊科長同慧、楊秘書婷媜、李副研究員文、詹專員彩芸、高專員作珮、黃業務助理玲珠

（5） 主席致詞：（略）

（6） 巴文中心業務報告：（略）

（7） 主席裁示：

1. 文建會目前積極推動「台灣國際鋼琴大賽」、「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陶瓷雙年展」、「國際版畫雙年展」及「國際讀劇節」等五大國際藝術節，請巴文中心建立這五個藝術節曾經邀請來台之評審委員與得獎者名單、簡歷與連絡方式，以拓展本中心在歐洲人脈關係，藉此增加藝文活動空間。

2. 巴文中心每年應主動策劃業務重點與主題，制定推動目標後，研擬實施策略、執行計畫與評估方式；且應於上年度即規劃好下年度之工作，並製作年度展演活動手冊，以利推展，另於年度結束後撰擬成果報告。

3. 巴文中心的工作重點是如何在歐洲呈現台灣文化，因此，法國的合作對象主要為法國文化部、外交部文化藝術推廣司、龐畢度中心、國立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歐盟相關之文化組織。此外，亦適當運用在歐洲的台灣藝術家。

4. 巴文中心應建立文化人脈關係，相關名單應分類、分等級整理。

5. 文建會本年將派員參加歐洲嘉年華城市基金會FECC在保加利亞舉辦的年會，並已向主席Henry F.M.van der Kroon表達爭取二００六年在台舉辦年會的意願，請中心協助執行。另本會與歐盟文教執委Viviane Reding已建立關係，請中心蒐集歐盟有關文化的資料（如：各類文化藝術組織、藝術節、文化城市等），俾供文建會參考。

6. 有關台法文化獎評審事宜，已請道德政治學院Pierre Charau先生代為轉知以下事項，請中心協助執行後續工作：
（1） 第九屆評審會議預計本年9月下旬於台北辦理（暫定為9月20至24日），法方出席者為Pierre Messmer院長、Michel Albert主席、Marianne Bastid-Brugiere院士與Pierre Charau先生，由中心廖主任陪同返台。
（2） M院長等一行人在台期間，除出席評審會議外，亦安排參訪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與台南，並安排M院長進行一場演講（擬邀請陳總統聆聽，並結合媒體宣傳）。
（3） 建議提名名單：
a、 電影類
b、 長期關注台灣研究之研究單位或教學單位，如Chantal Zheng主持之Aix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c、 長期出版台灣文學法譯之出版社，如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
d、 曾拍攝台灣紀錄片影像者，如法國電影學校
e、 曾持續邀請台灣團隊之藝術節，如亞維儂藝術節，或即將洽談合作之艾克斯藝術節，可在洽談過程中透露相關訊息，鼓勵其持續與台灣保持合作關係
（4） 工作期程：六月底以前台法雙方分別提出人選，九月下旬評審，頒獎日期可與明年初「八月雪」演出日期相近。
7. 中書法譯方面，由於文學類書籍之西譯出版已由文建會第二處負責，中心負責之主題則為與台灣文化歷史有關之書籍，每年挑選一本執行。另嘗試將法譯書籍推展到加拿大魁北克、比利時等法語區。

8. 彙集四月五日演講出席名單及其背景介紹；另法蘭西翰林院將演講稿放置在該院網站上，請該院提供上網瀏覽人數。

9. 中心製作的折頁簡介應隨身攜帶，以便隨時提供予相關單位或藝文界人士。另為讓當地人士更加了解台灣，若折頁要加印時，於前言部分另加一段台灣的介紹。
10. 請中心與法國文化部專員Marie-Christine Lorang聯繫，協助邀請La Grotte Chauvet研究人員Dominique Baffier女士，連同邀請Altamira與Lascaux兩個史前遺址之研究人員，於本年至台參加馬樂侯文化管理研討會，發表相關議題。
伍、在法相關剪報資料

	日期
	報社
	版面
	標題

	3月31日
	中央社
	網路新聞
	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將訪法

	4月1日
	民生報
	網路新聞
	陳郁秀應邀赴法演講  還要參觀古壁畫

	4月5日
	中央社
	網路新聞
	陳郁秀法蘭西學院演講

	4月5日
	中央社
	網路新聞
	陳郁秀在法國指出  台灣不可能去中國化

	4月6日
	中國時報
	網路新聞
	法蘭西學院演講「亞洲人眼中的歐洲」

	4月6日
	中央社
	網路新聞
	陳郁秀呼籲法國與台灣建立團結互助關係

	4月6日
	歐洲日報
	第6版
	陳郁秀將在法蘭西學院發表演說

強調不同文化間應相互了解尊重

	4月6日
	中廣新聞網
	網路新聞
	陳郁秀法國演講  高行健聆聽

	4月7日
	歐洲日報
	第6版
	陳郁秀看歐洲  魅力征服法國

	4月8日
	歐洲日報
	第6版
	‘八月雪’預定明年一月下旬來法演出

高行健感激陳郁秀大力支持



